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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最近几十年来，我们在抗击全球饥饿和贫困方面已取得了长足进步。在粮农组织监测的129个国家中，大多数（72个国家）已实现了“千年发展目标”中到2015年把食物不足发生率减半的目标，而发展中区域整体而言也几近实现目标。此外，29个国家更是实现了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设定的更为宏伟的目标，也就是到2015年把食物不足人口的绝对数字减半。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已从1990年的43%降至今年的17%（世界银行，2015a）。

然而，各国和各区域取得的进展仍存在差异。饥饿和贫困发生率在某些区域已大幅下降，特别是东亚及太平洋以及东南亚地区，但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却整体进展缓慢，虽然个别国家已取得成功。

根据《2015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2015a），仍有约7.95亿人口遭受饥饿困扰，近10亿人民生活在极端贫困中（世界银行，2015a），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农村地区，以务农作为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行动，为最弱势群体提供支持，让世界不再面临饥饿问题。经济增长，尤其是农业经济增长，是降低饥饿和贫困率的关键要素。因此，农业投资仍是唯一能够最有效提供创收机会、改善营养的途径，尤其对农村地区的妇女和青年而言。

然而，即便取得了经济增长，摆脱饥饿和贫困往往依然是一个缓慢过程，因为增长不一定具备包容性。对儿童、老人等群体而言，经济增长带来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或产生效果的速度过于缓慢，无法起到防止出现贫困和长期身陷困境的作用。

为消除饥饿和贫困，我们必须把私营和公共部门持续投资以及社会保护措施相结合。要实现到2030年可持续消除全球饥饿问题，平均每年需要追加2670亿美元的投资，用于农村和城市地区以及社会保护领域，这样才能让贫困人口获得粮食，改善生计。这差不多相当于全球生产总值的0.3%，也就是在今后十五年的时间里，为每一个生活在极端贫困的人平均每年提供160美元（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2015b）。

要在我们有生之年消除饥饿，这是相对而言较少的付出！

除了面向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投资外，还需要针对社会保护计划进行投资。

很多发展中国家已日益认识到，应立即采取社会保护措施来减轻和/或防止贫困和饥饿。因此，各种社会保护计划近年已得到快速扩大，但这些计划在性质上存在巨大差异，即便在同一国家中也是如此。

众多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保护计划在减轻饥饿和贫困方面业已取得成功。2013年，共有1.5亿人在社会保护的帮助下成功摆脱贫困。

社会保护往往能通过帮助各家各户提高自身产量，从而增加食物消费量并实现食物多样化。如果计划注重性别或以妇女为瞄准对象，就有助于加强妇幼福利。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妇幼营养不良会导致贫困问题代代相传。

社会保护计划不仅能够保护消费，实证表明，它还能促进儿童教育和健康方面的投资，减少童工现象，从而对未来的生产力和就业能力产生影响。如果能够得到良好实施，并配套定期、可预见的资金补助，社会保护还能推动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投资，包括投入物、农具、家畜，同时还能推动对非农企业的投资。即便是相对小额的资金补助也能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流动性和信贷难问题，并提供风险防范手段，避免人们因惧怕风险而回避从事高收益活动。

最后，社会保护能对当地社区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公共建设项目如能合理设计与实施，就能创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区资产，为当地经济作出直接贡献。学校供餐计划有助于消除营养不良，同时作为激励手段来确保儿童获得教育。社会保护计划提供的额外收入还能增加对当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

尽管其有效性已得到证明，但光靠社会保护无法可持续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饥饿，须将农业与社会保护相结合才能有助于为当地发展打造良性循环。通过社会保护来为家庭农业提供支持的成功“双赢”解决方案包括从当地农民手中进行“机构采购”，用于学校供餐和其他政府计划，包括旨在促进提高当地产食物消费量的各类社会保护计划。

实行此类社会保护计划可能面临着资金短缺问题，但资金短缺问题与做出必要支出决策时所需的政治意愿有着密切关联。可通过试点和认真仔细的监测和评价工作，启动政策对话，以便为此类社会援助措施争取国家的资金支持。至少部分资金必须来自国内，以便为社会保护计划提供可持续基础。

过去几十年的国别经验表明，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是完全可能的。经验还表明，要想将这一愿景变为现实，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政治承诺、伙伴关系、充足资金和全面行动都是其中的关键要素。

我们决心为各国和各方面行动提供支持，使饥饿和营养不良成为历史。2012年联大关于“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决议、“零饥饿挑战”、2014年的《营养问题罗马宣言》、《2015年亚的斯亚贝巴行动议程》以及“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目标”等都是国际社会支持行动的最新体现。本版《粮食及农业状况》以社会保护为侧重点，详细阐述我们为加强各国成功制定和交付所需计划的能力而提供的明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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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千年发展目标”中有关减轻贫困的目标已在多个国家实现，但仍有很多国家进展滞后，而2015年后面临的挑战将是彻底消除贫困和饥饿。很多发展中国家正日益认识到，要采取社会保护措施，及时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同时防止其他人在危机来袭时陷入贫困。社会保护还能通过帮助受益人管理风险、创建资产和从事高收益活动，提高受益人的生产能力。这不仅惠及直接受益人，还能通过受益人购买食物、农业投入物和其他农村商品及服务，将惠益扩大至受益人所在社区乃至整个经济。然而，社会保护只有在包容性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才能成为脱贫的可持续途径。在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业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是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人们通过它赚取劳动报酬，并通过自有农业生产，供家庭食用并向市场出售。贫困及其相关后果，如营养不良、疾病和教育缺失等，都会阻碍农业生产率。因此，将社会保护和农业发展相互结合有助于形成合力，对二者都能起到扩大成效的作用。



贫困趋势

虽然贫困和极端贫困人口比例过去三十年已呈下降趋势，但总人数却依然居高不下，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接近10亿，另有10亿人为贫困人口。极端贫困率已在多个区域出现大幅下降，尤其在东亚及太平洋和南亚地区。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展微乎其微，近半数人口面临极端贫困。

极端贫困集中出现在农村地区，且农村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村家庭相比更有可能以务农为生，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正因为贫困人口对农业生计的依赖以及他们在食物上的高比例支出，农业已成为扶贫和减轻饥饿行动的关键。



贫困为何如此难以消除？

贫困往往始于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尤其是幼年时期：贫困人口往往深陷饥饿、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差、生产率低下和贫困的恶性循环。经济增长，尤其是农业发展，已成为降低贫困率的关键因素。然而，即便有了经济增长，脱贫往往依然是一个缓慢过程，因为增长不一定具备包容性。对儿童、老人等群体而言，经济增长带来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或产生效果的速度过于缓慢，无法起到防止出现贫穷和长期困境的作用。

脱贫的道路十分艰难。此外，很多非贫困家庭在面临某种冲击时，也容易陷入贫困。当冲击来袭，很多家庭会面临收入大幅下滑，而同时又因缺乏积蓄，无法使情况得到缓冲，由此陷入贫困。此类冲击通常会给贫困人口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



何为社会保护？

社会保护包含各种举措，旨在为贫困人口提供现金或实物补助，保护弱势群体免于风险，强化边缘化群体的社会地位和权利，总体目标是减轻贫困和经济、社会脆弱性。社会保护由三大部分组成：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和劳动力市 场保护。社会援助计划指面向公众提供的有条件或无条件现金或实物补助或公共建设项目。社会保险计划指专门针对影响家庭福利或收入的紧急情况而设计的缴费型计划。劳动力市场计划则提供失业补助和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和就业能力。

社会保护计划在过去二十年已出现快速扩大。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约21亿人，也就是人口的三分之一接受某种社会保护。不同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贫困率最高区域的社会保护覆盖率最低。本报告将侧重于社会援助这一发展中世界最常见的社会保护形式。



社会保护能让各国负担得起吗？

多数国家，即便是最贫困国家，都具备经济能力来实施社会保护计划，让它们在减贫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此类计划所需资金仅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有较低比例。对覆盖面较大的计划而言，筹措资金时可能需要做出艰难的支出决策。从短期到中期看，捐赠方资金对于某些国家维持此类计划至关重要。但原则上，一开始就在国内筹措财政资金十分重要，它能为社会援助计划提供可持续的政治、经济基础。可通过试点和认真仔细的监测和评价工作，启动所需的政策对话，在国家内部就社会援助的性质、规模和供资问题达成共识。



社会保护能有助于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

社会保护计划能有效减轻贫困和饥饿。2013年，社会保护帮助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的1.5亿人成功摆脱极端贫困。社会保护往往能通过提高各家各户自身的产量，从而增加食物消费量并实现食物多样化。如果计划注重性别或以妇女为瞄准对象，就有助于加强妇幼福利。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妇幼营养不良会导致贫困问题世代相传。

食物消费量的增加与饮食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会自动起到改善营养的效果。营养状况还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包括洁净水的获取、卫生设施和医疗、儿童合理哺育和成人饮食结构等。因此，要想通过社会保护计划来改善营养成效，就必须将社会保护与辅助性干预相互结合。各类农业干预措施，如家庭菜园和小型家畜饲养等，也能起到改善营养的作用。



社会保护对投资及增长的潜在影响

发展中国家多数农村贫困家庭依然以务农为生，尤其是从事自给自足型农业生产。很多农民生活在（农业投入物及农产品、劳动力和其它商品及服务）市场缺失或运作不良的地方。天气不确定性，尤其在气候变化加剧和低费率保险缺乏的情况下，已成为以务农为生的家庭容易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

由于重点追求生存，脆弱的务农家庭缺乏长远目光。因此，他们极易采用低风险、低收益的农业生产策略和其它创收策略，可能会试图在零工市场上寻求流动性或其他收入来源。同样，他们还可能缺乏对子女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并采用消极风险应对策略，如面临困难时变卖资产，减少食物消费量和降低食物质量，乞讨或让子女辍学，采用不可持续的方法利用自然资源。

社会保护能对贫困家庭的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它能帮助他们管理风险。按事先确定的间隔定期提供社会保护，能提高务农家庭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保险，提供重要的流动性来源。日益增多的实证表明，社会援助计划不仅能在面临冲击时，通过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流动性和信贷难问题以及更有效管理风险，起到防止各家各户更深地陷入贫困和饥饿的作用，同时还能帮助他们对生产活动进行投资并逐步积累资产。

实证表明，社会保护能促进人们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减少童工现象，从而对未来的生产力和就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如果能够得到良好实施，并配套定期、可预见的资金补助，社会保护还能推动对农业生产活动的投资，包括投入物、农具、家畜，同时还能推动对非农企业的投资。即便是相对小额的资金补助也能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流动性和信贷难问题，并提供风险防范手段，避免人们因惧怕风险而回避从事高收益活动。实证清楚地表明，补助还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因为它能推动贫困家庭参与各类社会关系网并在其中发挥作用，而这些网络能帮助各家各户应对风险，并在社区社会架构中发挥支持性作用。

社会保护不会引发劳动总量减少的问题。但它的确会给受益人带来更多选择，很多受益人会将原本用于无奈之下在农业领域打零工赚取报酬的时间用于从事自有农地劳动或非农就业。考虑到农业和非农生产活动同时增加，社会保护就起到了加强生计的作用，而不是助长依赖性。

社会保护能对当地社区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公共建设项目如能合理设计与实施，就能创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区资产，为当地经济做出直接贡献。现金补助能提高贫困人口的购买力，而贫困人口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主要由当地经 济生产。此外，收入增加还能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可能有必要通过辅助性计划来减少供应量方面的困难，从而防止出现物价大幅上涨，提高计划对实际收入和产量所产生的影响。



了解哪些做法最有效：对计划设计和实施的影响

并非所有计划都同样有效，其效果可能大相径庭，无论从规模和性质上都是如此。即便对表面上十分类似的计划而言，如发放给贫困人口的现金补助，计划设计和实施上存在的差异也可能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例如，如果瞄准处于劳动年龄的成人数量较少的家庭，就将给劳动力对生计的影响带来一定影响。

瞄准有助于以低成本实现计划目标

社会保护计划通常具备针对特定受益人的目标。计划是否能够有效实现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是否能有效惠及自己的目标人群。社会保护计划采用将多种瞄准法相结合的办法，力求更大范围、更有效地将补助发放给事先确定的个人或家庭。虽然瞄准是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的有效工具，但高效实施才是关键，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构能力。

补助的水平、时间和可预见性十分重要

多数社会援助型补助的设计目标是保证食物最低消费量，因此，如果添加其他目标，补助水平就要相应提高。现有数据表明，补助水平相差甚远，很多国家为受益人提供的平均社会保护补助水平要比贫困线（日均1.25美元）高出几倍，而很多最贫困国家的补助水平则远远不够，无法弥补贫困差距。

补助的时间安排和可预见性可能也同样重要。受益家庭在不定期、一次性收到补助和可预见、定期收到补助两种情况下，采用的支出方式有所不同。如果补助不定期、不可靠，各家庭就很难做出长期、稳定的消费规划，因此无法在饮食数量和质量上带来持续改变。此外，定期、可靠的补助还能促使受益家庭放远眼光，更有效地管理风险和冲击，从而避免采用“消极”的应对策略和风险防范型生产策略，敢于冒一定风险，增加高收益作物生产和/或其它活动。定期、可靠的补助能提高人们的信心和信誉度，同时减轻非正式保险机制面临的压力。

家庭层面各因素和性别会影响计划所产生的影响

瞄准时采用的标准和受益家庭的人口特征有着密切关联，如成人和儿童的年龄，这决定着计划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劳动力人数较多的家庭处于优势，能更好地利用现金进行短期和长期生产性投资。

女性和男性利用补助的方式有所不同。很多社会保护计划都瞄准女性，因为研究表明，加大女性的家庭支出掌控权能增加食物、健康、教育、儿童衣着和营养方面的支出。此外，研究表明，补助计划所产生的影响也随性别因素有所差别。例如，女性和男性投资的家畜类型可能各不相同：女性通常侧重小型家畜，而男性则侧重大型家畜。补助还会在劳动力分配和时间安排方面对男性和女性、男孩和女孩产生不同影响。

市场也很重要

地方经济的性质也影响着现金补助计划对生产产生何种类型和多大程度上的影响。在一些农村地区，人口密度低、市场运作不畅、公共投资和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等问题都会成为严重阻碍，使得实物补助显得更为有效。如果市场发育良好，现金补助对生计策略产生的效果就往往更加突出。市场条件的重要性会随现有生产要素出现变化。



社会保护和农业发展

社会保护虽然被证实有效，但光靠社会保护却无法可持续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饥饿。在农村生计背景下，农业和社会保护之间有着根本关联。贫困、粮食不安全家庭主要以务农为生，他们在社会保护计划受益人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农业和社会保护干预措施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保护贫困、小规模农业劳动者的福利，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管理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使生计更加可持续，逐步摆脱贫困和饥饿。

然而，能与社会保护计划相互协调或结合的农业干预措施却为数不多。协同合作不仅能够带来机遇，还十分有必要，因为政府预算有限已导致在各项公共开支之间进行权衡变得十分艰难。我们不仅要帮助最贫困人群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尤其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时，还要让此类帮助本身成为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生计的基础。充分利用公共农业支出和社会保护计划来实现相互支持，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一转变，还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农业政策与社会保护相结合的备选方案

要想将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措施及政策相互结合并实现更好的协调，可供选择的方案有很多。这些方案种类繁多，从着眼于对两个部门综合产生效应的单项社会保护或农业计划，到正式将两类干预措施相互结合以便对目标群体产生影响的联合计划，再到经过协调以便最大程度发挥互补性和减少相互矛盾的部门性干预措施。这些方法可通过多种方式相互结合或先后排序。

社会保护和农业投入物补贴

投入物补贴，尤其是肥料补贴，已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受到普遍欢迎，尤其是在粮食价格和肥料成本于2007-08年大幅上涨之后。投入物补贴计划通过增加主要商品可供量和降低价格，起到了促进粮食安全的作用，还给贫困人口带来了惠益，同时还与社会保护政策及计划的目标保持一致并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整体而言，此类计划并非瞄准贫困人口，也未能惠及贫困人口。

肥料补贴计划在很多国家占用了政府农业预算的很大部分。这些“单项”投入物计划和社会保护的关联包括使最贫困家庭更好地获得投入物补贴，例如通过将投入物一揽子计划瞄准最贫困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或对投入物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和类型进行调整，使之与此类农场经营者的具体需求相匹配。要想瞄准最贫困人口，最佳方法就是按照他们的实际需求设计投入物一揽子计划。另一项备选方案是将这些计划与社会现金补助计划相结合，为最贫困受益人提供额外流动性，用于支付投入物的“无补贴”部分。

农业信贷

信贷难问题是农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划拨给农业的信贷额度相对较少，很多农业生产者都面临信贷难问题。在很多国家，通过特别计划、信贷担保计划和专业银行等手段来解决信贷市场失灵问题是一项重点工作。几乎所有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和多数非洲国家都在采取措施推动向农业部门提供信贷。

事实证明，直接将（小额）信贷瞄准最贫困人口是件难事。越来越多的实证表明，要想帮助贫困家庭脱贫或从消费、健康、教育和妇女赋权等方面改善他们的福利状况，光靠小额信贷本身是不够的。

机构采购计划

市场不足是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面临的一大障碍。所谓的机构采购计划旨在通过为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生产的产品开辟市场，起到促进农村发展的效果。将社会援助与机构需求联系起来的干预措施，通常会侧重于为面临资源获取难问题的较贫困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提供扶持。

巴西是首个制定机构采购粮食计划的国家，具体做法是将保障对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产品的需求与一项粮食安全战略联系起来。目前正对巴西的经验进行调整，以便通过“非洲采购促发展”计划，将其推广到非洲。当地产食物学校供餐计划（有时以世界粮食计划署“采购促进展计划”即：P4P为基础）就是深受多个国家欢迎的机构采购计划的一个范例。

让各部门联合起来：至关重要的瞄准问题

让各部门联合起来时要解决的一个根本性运作问题就是干预措施的瞄准问题。几个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多个计划的目标和目标人群存在相互重叠，那么建立统一登记库或统一瞄准体系尤为有用。

虽然计划的有效性会因为更好的瞄准得到提高，但瞄准不应和社会保护的初衷相违背，那就是通过某种类型的社会保护，为所有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提供普惠式惠益，避免外来冲击带来长期性破坏。



报告要点


	社会保护计划能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有效的瞄准和充足的补助是保证成功的重要前提。社会保护能提高收入，加强粮食安全，因为它不仅能够保障消费增长，还能提高家庭的生产能力，增加收入。

	瞄准妇女的计划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更大影响。对性别敏感、能减轻妇女时间压力、加强她们对收入的掌控的计划有助于改善妇幼福利。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妇幼营养不良会导致贫困问题世代相传。

	社会保护能刺激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投资。社会保护能加强营养、健康和教育，对未来的生产力、就业能力、收入和福祉均能产生影响。社会保护计划如能提供定期、可预见的补助，就能增加积蓄和对农业和非农活动的投资，同时鼓励各家各户从事目标更高远的高收益活动。

	社会保护不会引发劳动总量减少的问题。但它的确会给受益人带来更多选择，很多受益人会将原本用于无奈之下在农业领域打零工赚取报酬的时间用于从事自有农地劳动或非农就业。考虑到农业和非农生产活动同时增加，社会保护就起到了加强生计的作用，而不是助长依赖性。

	社会保护能对当地社区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公共建设项目如能合理设计与实施，就能创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区资产，为当地经济做出直接贡献。现金补助能提高受益家庭的购买力，而他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主要由当地经济中的非受益家庭生产。可能有必要通过辅助性计划来减少产量面临的障碍，防止出 现通货膨胀，最大限度提高计划对实际收入和产量所产生的影响。

	光靠社会保护无法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由于贫困家庭通常面临多重障碍和风险，因此社会保护和农业计划相互结合、相互协调和/或相互匹配的做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有效帮助贫困家庭可持续脱贫的作用。

	在充分利用社会保护和农业计划来推动农村发展方面明确存在众多机遇。协同合作不仅能够带来机遇，还十分有必要，因为政府的预算十分有限。我们必须帮助最贫困人群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尤其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时。此类帮助本身还能成为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生计的基础。由于很多贫困、粮食不安全家庭主要以务农为生，因此应采取农业干预措施来解决阻碍增长的结构性供应瓶颈问题。如果能将公共农业支出和社会保护计划充分有效结合在一起，就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一转变，还能有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发展。

	需要就农业和社会保护如何才能逐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饥饿制定出一项国家愿景。国家愿景和承诺必须在长期稳定的国内资源筹措工作的支持下，为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协调行动提供支持。与农村发展、减贫、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框架应该将农业和社会保护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互结合起来，同时配套一系列其他干预措施。农业干预措施和社会援助的类型取决于具体背景和限制因素，但也必须考虑当地实施能力和现有资源等问题。在各种情况下，干预措施的设计都必须考虑一系列限制因素，让最贫困人口能改变自身的生计策略，实现脱贫并不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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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通过社会保护和农业打破农村 贫困的恶性循环

数以亿计的农村家庭正深陷饥饿、贫困和生产率低下的恶性循环，这给人们带来了不该有的痛苦，并阻碍着农业发展和整体经济增长。要打破这一循环，就必须在以下相互补充的两大领域开展行动：社会保护以及经济中各生产部门的增长。由于农业仍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将社会保护与农业发展相结合是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的一种潜在有力手段。

很多发展中国家正日益认识到，应通过社会保护措施来及时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穷，并防止其他人在危机来袭时陷入贫困。社会保护还能通过帮助受益人管理风险、创建资产和从事高收益活动，提高受益人的生产能力。这些惠益不仅惠及直接受益人，还能通过受益人购买食物、农业投入物和其他农村商品及服务，将惠益扩大至受益人所在社区乃至整个经济。社会保护措施还能缓解伴随经济增长和农业转型出现的经济、社会混乱问题，减少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推动体面劳动，促进包容性、可持续增长。然而，社会保护只有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才能成为脱贫的可持续途径。在多数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业仍是贫困人口的主要就业领域，是人们的主要生计来源，人们通过它赚取劳动报酬，并通过自有农业生产，供家庭食用和向市场出售。贫困及其相关后果，如营养不良、疾病和教育缺失等，都会阻碍农业生产率。因此，将社会保护和农业发展相互结合有助于形成合力，对二者都能起到扩大成效的作用。

本版《粮食及农业状况》指出，当社会保护措施与更广义的农业及农村发展措施相互结合时，它将有助于打破农村贫困和脆弱性的恶性循环。本介绍性章节将提出一个概念性框架，突出强调社会保护、农村家庭消费及生产、减贫之间的联系。本章将以农村贫困为侧重点，强调农业和农业发展作为帮助数百万家庭农场摆脱贫困的主要途径的重要性。它将简要介绍与社会保护相关的各项概念，并总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的相关最新趋势。

后续各章节将回顾与社会保护和农业相关的实证。虽然很少有研究直接审视社会保护与农业之间的联系，但已经有多项研究对农村背景下的社会保护计划作过缜密的影响评价（插文1）。这些研究就 三个关键问题提供了大量实证：（i）社会保护措施在帮助贫困人口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方面的有效性；（ii）社会保护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贫困农户的生产潜力；（iii）计划参与者得到的惠益在多大程度上能起到创收作用并对当地经济和社区产生“溢出”效应。本报告将评价导致计划影响异质化的各项因素，并讨论这将对计划设计产生何种影响，农业政策如何才能与社会保护计划更加直接地联系起来。报告最后将就政策和治理建议开展讨论。



将贫困、社会保护和农业联系起来

图1展示的是农村贫困、社会保护和农业之间的概念性联系。处于中心的是一个典型农村家庭，它要根据自身掌控或能够获得的生计资源的初始数量和质量、多种经济活动预期产生的收入以及私人和公共补助等具体情况，就生产和消费何种产品做出决定。家庭生计资源往往包括五类资产/资源：物质、人力、社会、金融和自然资产/资源。一个典型务农农村家庭的物质资产可能包括土地、机械和家畜。人力资源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健康、营养和受教育状况，这决定着家庭的劳动和创收能力。对很多贫困家庭而言，人力资源是主要的收入来源。社会资源指各种关系网，如礼尚往来的朋友、亲戚关系、丧葬和储蓄协会、生产者团体和其它社区团体，这些关系能帮助家庭管理风险，与社区保持联系。金融资产包括家庭积蓄和获得的正式和非正式信贷。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质量和稳定性有关，如土壤、水和气候条件。

对多数农村家庭而言，尤其是小规模家庭农场，生产和消费决策之间有着相互密切关联，务农劳动力主要由家庭成员提供，部分产品供家庭自身消费。家庭的这些生产和消费决策决定着家庭的收入、积蓄和投资水平。而这些又通过粮食、投入物、劳动力和其它商品及服务的买卖将家庭和市场联系起来。家庭和市场活动反过来又会对家庭的物质和金融资产产生影响，因为在好年景中资产会得到积累，或有时为生存被迫变卖资产。

社会保护计划和农业干预措施会在不同时间点对家庭的决策过程产生影响。社会保护措施，如现金或实物补助，能直接加强受益人的人力资源和生产率，例如通过让他们食用更健康的饮食、获得适当的医疗服务和充分利用教育机会。社会保护补助能缓解信贷和流动性困难问题，从而促使各家各户对产出更高的新增活动进行投资，创建资产，增加资源。补助如为定期、可预见，那么就能促使受益人进行原本显得过于冒险的投资。正式的社会保护措施有助于缓解处于重压下的非正式保险机制和社会关系网所面临的压力。

随着社会保护措施改变受益家庭的生产、消费和创业活动，这些活动会通过刺激对当地商品及服务的需求，对当地经济产生溢出效应。同时，农业干预措施也能通过解决贫困家庭面临的获取土地及水资源、投入物、金融服务、咨询服务难和市场准入难等问题，促进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需要通过此类干预措施来缓解供应量方面的困难，以便帮助他们将社会保护带来的当地需求量增加转化为当地经济增长，而不是引发通货膨胀。在这一点上，农业干预措施和社会保护之间存在互补性，既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使他们抓住机遇提高生产能力，又能活跃市场活动，从而打造出人民安乐、农业增长和经济稳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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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农村贫困和农业

“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贫困相关具体目标已在多个国家得以实现，但仍有很多国家进展滞后。贫困依然深深根植于很多低收入国家的农村地区，致使经济、社会进步缓慢。2015年后面临的挑战将是消除贫困。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大多数人民以务农为生（粮农组织，2011），家庭农场普遍规模小，且仍在继续缩小（粮农组织，2014a），每位农业劳动力的平均资本投资三十年来一直停滞不变或呈下降趋势（粮农组织，2012），有关生产和多样化的农业推广咨询服务十分短缺（粮农组织，2014a）。本节将对农村贫困 做简要介绍，以说明农业对农村贫困人口生计策略的重要性，同时说明单靠农业或其他生产部门的干预措施是无法惠及最贫困家庭农场的。对社会保护而言，分析脆弱性和了解贫困是至关重要的。

贫困趋势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为贫困人口，其日均支出低于2.00美元。1六分之一的人口为极端贫困人口，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图2和附表1）（世界银行，2015a），约7.8亿人遭受长期饥饿的困扰（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署，2015a）。按照世界银行（2015a）的标准，虽然贫困和极端贫困人口比例过去三十年已大幅下降，但总人数却依然居高不下，极端贫困人口数量接近10亿，另有10亿人为贫困人口。

极端贫困率在多个区域已出现大幅下降，尤其在东亚及太平洋和南亚地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展微乎其微，近半数人口面临极端贫困（图3和附表A1）。世界上极端贫困人口中有约半数居住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级贫困人口（日均支出比1.25美元的极端贫困线低一半以上）中有约三分之二生活在这一区域（Barrett，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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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格局

极端贫困突出集中在农村地区。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10年，极端贫困人口中有78%生活在农村（世界银行，2015b）。贫困集中在农村的这种格局在各区域均为常见，尽管各地的总体贫困率各不相同（图4）。农村地区相对贫困这一现象还反映在多项社会经济福利指标上。例如，按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发生率衡量的儿童营养不良问题几乎在数据齐备的所有国家均呈现在农村地区更加严重的趋势（附件表A1）。

农业与贫困

农业与农村贫困相互之间有着密切关联，且往往反映出经济和社会关系存在着性别差异。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约10%， 农业就业人数约占总劳动力人数（包括有报酬和无报酬的正式和非正式就业，含农场中的家庭内部劳动力）的45%。这些数字表明，农业部门单个劳动力的产出值要远远低于其他部门，意味着以务农为生的人们收入较低。农业在整体经济和就业中所占比例在中美洲、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等贫困率居高不下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中通常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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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占农业劳动力总数的43%。这一比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的多个国家中至少达到50%，尤其是在贫困现象根深蒂固，同时女性缺少其他就业机会的区域。然而，女性农民在获取农业投入物、服务和市场准入方面均面临多重障碍，使其很难依靠农业生产摆脱贫困（Quisumbing等，2014）。

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人口，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人口，都将务农作为自身主要的收入来源，虽然他们也可能参与多项其它创收活动（世界银行，2007）。与其他农户相比，贫困农户的务农收入对 他们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图5，第10页）。例如在加纳，粮食生产者的人数在总人口中占比43%，却在贫困人口中占比69%（Al-Hassan和Poulton，2009）。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具有经济活动能力的农村人口中近四分之三为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他们自身的粮食消费量中很大比例由自己生产，其中很多人属贫困或极端贫困人口（Barrett，2011）。

家庭农场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农业部门的支柱，但很多家庭农场都具有规模小、经济状况差的特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近75%的农场面积小于1公顷（附表A2）。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中有超过3.75亿个家庭农场土地面积小于1公顷（粮农组织，2014a）。

图6（第11页）清晰地显示，农户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而且对自有生产的依赖 性各不相同，与农场规模成反比。也就是说，规模最小的农场与规模较大的农场相比，其总收入中来自自身生产的比例较小。当然，这并不意外着农业生产对他们不重要。相反，作物和家畜生产对数据齐备的多数国家的最小规模农场类别而言要占家庭总收入的40%。自有产品还在此类家庭的粮食消费中占有较高比例，且如果这些家庭能够更好地开展投资和多样化生产，这一比例还能进一步提高。图6还展示了非农收入、补助和汇款对不同规模农场的重要性。

最贫困的务农家庭是粮食净购买方，食物在贫困家庭总预算中占有较高比例，无论他们是否务农。而超级贫困家庭要将总支出的65-80%用于购买食物（Ahmed等，2007）。因此，粮食价上涨会给贫困人 口和最贫困人口带来严重影响，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是粮食净购买方（Zezza等，2008；世界银行，2007）。正是由于贫困人口依赖农业为生，且食物支出占比较高，才使得农业成为减轻贫困和饥饿相关干预措施的关键所在。



贫困为何如此难以消除？

如上文所述，尽管很多区域都已取得进展，但贫困率在很多国家依然高居不下，尤其是在农村。经济增长，尤其是农业发展，已成为降低贫困率的关键因素，强劲的经济增长已在1990年至2005年间将全球贫困率从46%降至27%（联合国，2011a）。例如在中国，贫困和饥饿发生 率已随着始于农业部门的强劲、全面增长的出现而大幅下降。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农业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占有较高比例的国家中，始于农业部门的增长已在提高 贫困人口收入方面发挥了尤为有效的作用（世界银行，2007； Christiaensen、 Demery和Kuhl，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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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将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到日 均1.25美元的贫困线以上，就必须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平均收入在2010年估计值的基础上提高至少60%，亚洲（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至少提高30%（世界银行，2015b）。对于最贫困人口而言，收入离目标的差距更大。要在2015年至2030年间将最贫困人口的收入提高60%，则意味着人均收入增幅每年需要达到3%，要让最贫困人口的收入翻番，则年均增幅要达到4.4%（Yoshida、Uematsu和Sobrado，2014）。而以上人均收入增幅均高于多数低收入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幅度，且最贫困人口中很多人的收入增幅相对更低（Vakis、Rigolini和Lucchetti，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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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增长是整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同时还伴随着农业的巨大变化。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一旦出现，就会体现为务农人数的减少和农业劳动率的提高。例如在中国，城市化率已从1990年的28%上升至2012年的53%，而同期农业劳动力的人均农业产值则从416美元增加到1024美元（粮农组织，2015a）。2除了就业方面出现巨大变化外，农业部门还必须应对伴随着收入提高和生活方式改变而出现的需求变化。这些应对措施已被纳入不断演进的技术中，而商业化水平的提高也反映在零售、储存、营销等方面的变化上以及为更有效利用新兴规模经济而开展的农业结构重组上（Collier和Dercon，2009）。这些变化需要较长时间，虽然从经济角度看具有较大价值，但也会给很多人带来混乱和困难。

当增长较为缓慢时，农业的这种结构性转变会出现停滞，致使很多人无法脱贫。但即便有了经济增长，脱贫往往依然是个缓慢的过程。在很多国家，如印度，家庭积累物质和金融资产的速度十分缓慢Naschold，2012）。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采用的生计策略虽能确保低风险，但同时也只能带来低收益（Dercon和Christiaensen，2011）。例如，Carter（1997）发现，各家庭愿意为确保粮食可供性放弃20%的收入。粮食安全与高收入之间的权衡对较贫困家庭而言更为突出（Alderman和Paxson，1992； Rosenzweig和Binswanger，1993）。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会使某些家庭陷入贫困，或在贫困的深渊中陷得更深，往往迫使人们变卖资产。

此外，增长不一定具备包容性。对儿童、老人等群体而言，经济增长带来的作用可能微乎其微，或产生效果的速度过于缓慢，无法起到防止出现贫穷和长期困境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因为获得经济机遇的机会有限，面临着深陷长期贫困的风险。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会引发“贫困陷阱”，致使最贫困人口长期无法摆脱贫困。例如，他们由于过于贫困，无法摄入维持劳动能力所需的基本营养素，或投资于教育，或积累创业所需的资源。他们的农场可能规模过小，失去申请正式信贷和保险的资格。这些限制因素可能导致很多家庭无法达到资产和资源、收入或支出的最低标准。

脱贫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除了贫困人口外，很多非贫困家庭在面临某种冲击时，也会表现出脆弱性3，容易陷入贫困 （另见插文2）。此类冲击会导致很多家庭陷入贫困，因为冲击使家庭面临收入大幅下滑，但他们同时又因缺乏积蓄，无法使 情况得到缓冲。例如，受燃料、粮食和金融危机的影响，2010年底估计世界上比危机前新增约6400万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的人口（世界银行，2010）。

[image: image]

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如萨赫勒地区，降雨波动、土地退化和荒漠化都是导致脆弱性和贫困的原因。气候变化将在今后几十年进一步加剧这些问题，从而增加减贫的难度。

实证表明，随着各家各户遭受冲击并随后从中恢复，致贫、脱贫的现象会经常出现（Van Campenhout和Dercon，2012）。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信德省和西北边境省的相关数据中，Baulch和McCullough （1998）发现，在1986/87年至1990/91年，分别有21%和29%的家庭收入低于贫困线，但46-51%的家庭转年就成功脱贫，仅有3%的家庭在该阶段5年内均处于贫困状态。4但冲击后的恢复往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例如，1984-85年埃塞俄比亚发生饥荒后，农村家庭平均花费了10年才使自己的家畜数量恢复到饥荒前水平（Dercon，2008）。中国农村的实证表明， 贫困人口收入的恢复速度与非贫困人口相比相对较慢（Jalan和Ravallion，2001）。

贫困往往始于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尤其是童年时期：贫困人口往往深陷饥饿、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生产率低下和贫困的恶性循环。母婴营养和健康状况不良会导致低出生体重、发育迟缓和认知发展受阻、学业表现不佳等后果（Alderman， 2010；Hoddinott等，2013）。实证明确显示，童年时期发育迟缓会降低成人生产率，从而降低薪酬（Strauss和Thomas， 1998；Hunt，2005）。更不易被人注意的是，发育迟缓的女童长大后成为发育迟缓的母亲，而母亲发育迟缓是导致婴儿出生时低体重的最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妇幼营养不良会使贫困的恶性循环无限延续。这些基本指标不良带来的问题很难克服，会导致家庭易受冲击伤害，而这些冲击往往会产生严重而长远的影响，却很难完全防备（Barrett和McPeak，2006）。

各家各户会采用多种多样的生计策略来管理和应对风险。他们还会利用丧葬团体以及非正式信贷和储蓄计划来避免消费波动。但大量实证表明，此类非正式安排在应对疾病等仅影响单个家庭的某些特殊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应对干旱、洪灾等会影响整个社区的冲击时有效性则会下降，但无论如何，这些安排能够为贫困人口提供的保险相对有限（Devereux，1999；Dercon，2011）。例如，Dercon、Hoddinott和Woldehanna （2005）发现，埃塞俄比亚2004年的贫困率要比没有冲击的情况下高约50%。在坦桑尼亚，Beegle、Dehejia和Gatti（2006）发现，家庭收入受到冲击时，入学率出现下降，使用童工现象随之有所增加。

如上所述，多数最贫困人口生活在农村，其主要收入来自农业生产，食物主要由自身生产。贫困人口还将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购买食品。因此，侧重于粮食和 农业的农村社会保护干预措施在抗击贫困和饥饿的斗争中发挥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最近的研究还表明，将农业和社会保护相互结合具有较高的潜在重要性，但迄今为止，这种关联尚未得到发展工作者和决策者的充分关注（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与天气相关的风险往往会对农村生计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是贫困家庭无法摆脱贫困的原因（Alderman和Haque，2007）。例如，对印度半干旱地区农民中最贫困的20%人而言，天气相关风险减少一个标准偏差，就能使平均利润上升35%（Rosenzweig和Binswanger，1993）。同样，研究发现，坦桑尼亚西部半干旱地区Shinyanga的农民由于在冲击之后难以保证足量食物消费，会选择甜薯等低收益但相对安全的作物，尽管这使他们的潜在收入下降了20%，相当于支付了一种隐性的保险费用（Dercon， 1996）。在埃塞俄比亚（Elbers、Gunning和Pan，2009）和津巴布韦（Elbers、 Gunning和Kinsey，2007），农民积累的资本与不存在风险时积累的资本相比，分别只有36%和46%。

冲击会对贫困人口产生长远的影响。例如，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遭受干旱影响的家庭即便在十年之后，收入仍低于未受影响的家庭（Beegle、De Weerdt和Dercon，2008；Dercon，2008）。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受到冲击的农村家庭可能会选择减少消费或变卖资产。但短期内减少消费来保存生产性资产会对家庭中最年幼、最弱势成员的身体和认知发育带来不可逆转的长期损害。例如，Dercon和Porter（2010）发现，在埃塞俄比亚1984年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处于最弱势年龄段的12-36个月龄儿童因饥荒身高少长高约3厘米。



何为社会保护？

如果没有公共援助，很多贫困、弱势人口将承受不必要的困难和长期贫困，使贫困问题世代相传。在发展中国家，一些大型计划已成功为贫困、弱势人口提供了帮助，如在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和墨西哥，这已引发各方重新评估此类计划在抗击贫困和饥饿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不平等现象的斗争中所体现的价值和发挥的作用。社会保护计划在过去二十年已得到快速扩大（见第2章）。

社会保护的概念最初于20世纪80和90年代有关“社会安全网”5的讨论中首次提出（高专组，2012）。起初，这一概念被视为对冲击的一种应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时为应对正式社会保障制度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80和90年代实施结构调整政策和经历财政危机之后，这一概念被拓宽，也用于解决长期贫困问题。正如很多联合国文件所规定的那样，一些做法极具规范性，将社会保护概念视为一种权利，而另外一些方法则更多侧重于社会保护在保护弱势人群、减轻贫困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的作用。一些社会保护措施强调它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发挥的作用，而另一些则强调它在推动社会包容性和社会公正以及保障收入安全、优质教育和全民医疗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社会保护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其中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定义为“为贫困人口提供收入或消费补助、保护弱势群体免于生计风险、加强边缘化人群社会地位和 权利的所有公共和私有举措，其总体目标是减轻贫困、弱势、边缘化人群的经济、社会脆弱性”（Devereux and Sabates-Wheeler，2004，第9页）。6按照这一定义，社会保护相关工具往往被认为具有：预防性、保护性、促进性和变革性。

社会保护能在提供获取食物的手段（现金或实物）和缓解冲击带来的影响方面发挥保护性作用。它能通过加强冲击抵御能力、防止出现收入和资产损失，在避免人们更深陷入贫困方面发挥预防性作用。它有助于支持资源积累，帮助人们维持生计（如通过资产补助和公共建设项目）。社会保护还能通过直接支持人力资源投资（营养、健康、教育和技能开发）和减轻流动性难和收入不安全问题来促进农业和非农投资，从而发挥促进性作用。它还能在贫困人口的生活中发挥变革性作用，具体包括将他们的重点从日常生存转变为对自己的未来投资，重新调整家庭内部的权力关系（因为社会保护能为女性赋权），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赋权能力。

虽然人们仍在一些圈子里就这一概念的性质开展辩论，但各方普遍认同，社会保护包括三个组成部分：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和劳动力市场保护（Barrientos， 2014；世界银行，2014；联合国，2011b）。本报告将采用这一分类方法。

社会援助计划指利用税收供资，也就是由公共部门供资的补助计划，其作用是提供“社会援助”，降低长期贫困的发生率或严重程度。如果补助有保障并且可预见（Devereux，2002），那么它们就能发挥“社会保险”的作用，也就是在发生短暂冲击后稳定消费，防止致贫（Devereux， 2001；Lichand，2010）。最常见的计划包括：（1）无条件补助，即在对受益人无任何要求的情况下发放现金或代金券或实物（如食品）的计划；（2）有条件补助，与无条件补助相同，只不过要求受益人满足某些具体条件，通常涉及子女的人力资源开发；（3）公共建设项目，又称以劳动换现金或以工代赈或保障就业计划，要求受益人利用劳动来创建或维护家庭或社区资产。

领取社会援助的资格通常取决于参与人或参与家庭的公民身份和社会经济状况。各项计划在设计时也可能专门瞄准人口中某些特定的弱势群体，通常是儿童和老人。现有实证表明，社会援助计划通常侧重于贫困、弱势群体（Fiszbein、 Kanbur和Yemtsov，2014）。

社会援助与紧急援助之间存在实际差异。紧急援助或人道主义援助在发生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时提供，通常为短期援助，往往无视受益人的社会经济状况。在低收入国家，紧急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通常由外来援助供资，并由国内或国际非政府组织实施。紧急援助和社会援助有着截然不同的原理、目标、目标人群和供资来源。本报告只侧重社会援助。

社会保险计划通常由雇员、雇主和国家共同缴费，以保险原则为基础，由个人或家庭通过和大批面临类似风险的个人和家庭整合资源，为自身提供风险保护。此类计划能应对生命周期、就业和医疗领域出现的紧急情况。社会保险机构为会影响家庭福利或收入的指定紧急事件提供保险。理赔多数情况下取决于劳动者的缴费记录，通常由社会保险基金出资赔付。农村创新型保险包括天气指数保险计划，目前正在一些国家开展试点（Hazell等，2010）。然而，农业保险在低收入国家无论在供需两方面均相对有限（Mahul和Stutley，2010）。

劳动力市场计划提供失业补助和技能培训，并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就业能力。劳动力市场政策通常分为“被动式”和“主动式”两种，被动式干预措施旨在保障基本权利，采用的具体手段如确立相关法律框架来保障就业和劳动最低标准、保护劳动者在工作场所的权利，而主动式干预措施则旨在加强就业能力。现有实证表明，社会保险和劳动力市场计划的受益人往往是较高收入群体（Fiszbein、 Kanbur和Yemtsov，2014）。

社会保护是社会政策的一个子集，而社会政策中还包括基本服务的提供，主要涉及教育和医疗卫生，在低收入国家还涉及水和卫生设施。社会保护能帮助贫困人口更好获得社会服务，如学校供餐和学费免减等都是促进受教育机会的社会保护措施。养老金等计划可能是缴费型（社会保险）或非缴费型（社会援助）（图7）。

过去几年，社会保护方式已不断出现演化，主要是因为吸取了各国经验，包括从单项干预措施到建立社会保护体系，将各项不同社会保护内容加以整合（Banerji和Gentilini，2013）。一些国际组织及多边组织，如国际劳工组织、粮农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目前都强调有必要采用系统化方法处理社会保护，旨在建立与其他社会、经济政策相互协调一致的包容性、可持续社会保护体系（国际劳工组织， 2014）。值得注意的是，由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牵头制定的联合国“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已被人们称为在社会保护领域将基于权利的方法作为通用政策目标付诸实施的首个系统化尝试（高专组， 2012）。

贫困和脆弱性的根源在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自然和物质大环境。因此，要想解决贫困和脆弱性问题，就必须在整个农业及粮食系统、公共卫生和教育 以及广义政策范畴中开展联合、全面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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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保护覆盖相关的全球和区域趋势

社会保护计划过去二十年来已取得快速扩大。2014年，至少145个国家提供一种以上社会援助，其中63个国家提供有条件现金补助，130个国家提供无条件现金补助（37个国家采取非缴费型养老金的形式），94个国家提供公共建设项目。学校供餐是最受欢迎的计划类型，有131个国家提供某种类型的学校供餐计划（插文3）（世界银行，2015d）。

每个国家在不同形势下和不同阶段中，都可能出于不同目标采用不同的社会保护计划组合。即便在同一国家，也存在多种模式。普惠式和瞄准型计划往往在同一国家中并存。最新趋势是让各项计划互动互补，以便在共同愿景指引下取得更好、更长远的成效。

受益人口覆盖

在整个发展中世界，约有21亿人，也就是约三分之一人口，接受某种形式的社会保护（图8）。各区域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覆盖率却最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仅有约22%人口享受某种社会保护，而这些恰恰是极端贫困发生率最高的区域。在贫困发生率最低的区域（见第8页图3），社会保护的覆盖面相对较大，约60%的人口接受某种形式的社会保护。

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社会援助补助计划在各种社会保护类型中覆盖面最广，分别平均覆盖约17%和16%的人口。这一水平大大低于多数其他区域的社会援助覆盖水平，如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平均 覆盖率为27%，而中东及北非的覆盖率则达到34%。社会援助计划与其他社会保护类型相比，能覆盖更多极端贫困人口。估计全球范围内至少有24%的极端贫困人口近年来已得到社会援助计划的覆盖，而仅有约3%受到社会保险计划的覆盖，3%受到劳动力市场计划的覆盖（图9）。这些估计数相对比较保守：在多数中等收入国家，大多数贫困家庭已得到现金和/或实物直接补助，部分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覆盖率已达到较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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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保守的估计表明，发展中国家超过15亿人至少得到一项社会援助计划的覆盖。虽然这一人数已接近极端贫困人口数，但仅有四分之一的极端贫困人口已得到覆盖。对极端贫困人口覆盖不足的部分 原因在于资源不足、瞄准不当，或社会援助计划未将贫困人口作为瞄准对象，而是选择了其它目标，如改善营养、保护孤儿。计划的目标常常是提高弱势人群的抵御能力，保护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免遭各类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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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援助是否惠及农村贫困人口？

在多数区域，农村家庭比城市家庭更有可能得到社会援助，而且在农村地区内部，贫困家庭比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得到社会援助（图10和图11）。世界上一些最贫困地区的覆盖率相对要低很多：在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农村地区，人口中最贫困的20%里能够接受某种类型社会援助的比例分布只有约30%和20%，而拉丁美 洲及加勒比的比例则约为70%。收入最低的20%人口更有可能得到社会援助，但处于其他阶层的人，包括最富裕的20%人口，也能接受社会援助。从所有区域看，农村人口中最富裕的20%人里有约15-35%接受社会援助。

虽然较贫困的农村家庭更有可能接受社会援助，但他们得到的人均援助额要比较富裕的城市家庭略低（见附表A4）。



社会保护和农业如何才能有助于消除贫困?

社会保护能减轻贫困人口长期以来面临的不必要的贫穷现状。良好的营养状 况还能通过改善贫困人口在生理、认知和学习方面的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的经济生产力。例如在坦桑尼亚，儿童如在15岁之前失去母亲，长大成人后会在几项指标上表现出劣势，他们更有可能身材矮小，受教育程度较低，收入较少（Beegle、De Weerdt和Dercon，2008）。因此，如果在保护贫困、弱势人口方面不作为，其代价可能很高：因食物不足和微量元素缺乏在全球范围内给经济生产力造成的损失估计占各家庭终生收入的10%以上，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3%（世界银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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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社会保护有助于推动整体社会、经济发展，通过保护母亲营养与健康，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因为这是儿童和成人健康的根本前提。为有效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保护必须努力保障收入和消费，同时保护和提高抵御能力（更多有关抵御能力的内容参见第3章），应对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高风险和高脆弱性，尤其在农业领域。社会保护还能保护人们免遭各种风险，如自然灾害、家畜疾病、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全球粮价飞涨、冲突、经济崩溃和艾滋病等毁灭性流行疾病，以上各项均对农村家庭构成极大威胁（Dorward等，2006；Dercon，2005）。

鉴于其复杂性，社会保护计划应根据不同背景完成有效设计。图12展示的是四类不同家庭的典型福利水平。实线勾勒出了不同时间段里福利水平的变化，而虚线则表示贫困线。A家庭的福利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期间冲击使之出现了间断现象，导致福利水平有所下降。对家庭A而言，平稳应对冲击能够稳定福利趋势，实现永久性脱贫。相反，家庭B的福利水平在贫困线上下持续浮动，时而低于贫困线，时而高于贫困线。对家庭B而言，平稳应对冲击能保证让自己的福利水平持续维持与贫困线持平，或高于贫困线。家庭C的福利水平未受冲击影响，但福利水平一直低于贫困线。这种情况下，稳定福利水平本身无法帮助这个家庭实现脱贫。家庭D的福利水平受到了冲击的影响，导致福利水平急速下降。这种情况下，稳定福利水平和保护家庭免遭冲击影响，可能都不足以帮助它永久性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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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使福利在不同时间段的不再因冲击而出现波动的方法能帮助家庭A和家庭B摆脱贫困，但却对家庭C和家庭D却无效。如果不能持续提供资产和消费所需的资源，家庭C和家庭D可能无法摆脱贫困。

农村地区和务农家庭的生计尤其容易面临某些风险（Barrett，2010）。未办理保险的农村人口一旦面临特定冲击，如疾病、失业、家庭成员死亡、出生、迁徙、结婚和意外等等，都可能致贫或加重贫困。农村贫困人口面临的最严重风险在不同空间、不同时间里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在看似同质的人群中也是如此（Doss、 McPeak和Barrett，2008）。

有充足实证（详情参见后续章节）表明，社会保护计划如果得以合理设计，的确能够通过提高农村贫困、弱势人群的食品消费，促进减贫。这些计划往往还有助于使各家各户实现饮食多样化，而且如果 在设计时注重性别并配套健康、卫生、家庭菜园和营养教育等方面的辅助性干预措施，还能从长远起到改善营养、健康和教育成效的作用。

此外，在农村/农业环境中，社会保护还可能特别适合用于促进经济活力，帮助贫困家庭脱贫，因为多数农村社会保护受益人生活在金融服务（如信贷和保险）、劳动力、商品和投入物市场发育不良、准入难或无法正常运转的地区。社会保护能减少经济活动所面临的重要障碍，如信贷和流动性不足，而且如果补助能够做到定期、可靠，就能在出现风险时提供稳定性。其结果是，贫困家庭会对生产性资产进行投资，这一点往往体现为自有农场产量增加。贫困家庭还往往会因此选择从事较高风险、较高收益的活动。由于贫困家庭通常面临多个障碍，因此，能够提供现金和/或资产以及针对具体障碍提供支持的多样化计划（如金融服务、营养知识与商务技能培训）才能更有效地给人们的生计带来转变。

受益家庭的收入增加能拉动对当地商品及服务的需求。然而，当地供应量不足可能会导致通货膨胀压力，而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农业和基础设施相关干预措施 得到缓解。在这方面，社会保护计划和农业干预措施可以起到互补作用，有助于打造人类福祉、农业增长和经济稳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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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结构调整的长期背景下，社会保护能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减少农民在适应变化过程中面临的成本，使这一过程更具包容性，减少可能造成的痛苦。社会保护还有助于避免绝望后出现的迁徙现象，这种迁徙只会让农村贫困变为城市贫困。社会保护能提供更多选择，促使人们为寻求经济机遇迁徙，从而推动转型。

本报告将审议社会保护，尤其是社会援助，在减轻贫困、强化人力资源、提高生产率以及鼓励农村贫困家庭开展投资和多样化生产方面发挥的作用。它要讨论的内容包括：社会保护如何影响个人及家庭行为；它是否有助于可持续帮助贫困家庭自我脱贫；它应如何与农业政策及计划相互联系起来，从而使社会保护成为全面农村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农业在发展和减贫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已得到充分记录，因此它是社会保护的天然同盟，并能发挥补充作用。如果两者能够相互结合，就能同时满足短期和长期生计需求。



社会保护能让各国负担得起吗？

社会保护是可以负担得起的。此外，本报告中的实证表明，它应该被视为一种投资，而不仅仅是一种成本（另见插文4）。全球2010年到2014年间花费在社会保护上的资金为3290亿美元，是帮助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的贫困人口达到贫困线实现脱贫所需资金的两倍（世界银行，2015d）。平均而言，社会援助（包括现金和实物、有条件和无条件计划以及公共建设项目，但不包括补贴）支出在中等收入国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在低收入 国家占1.5%（世界银行，2015d）。然而，支出在各国之间存在差异，贫困率最高的一些国家支出额反而最低。此外，并非所有计划都实现了合理瞄准，致使很多贫困人口未能得到覆盖。

能否在贫困国家中扩大社会援助计划？虽然在2016-30年间，消除贫困的成本在东亚、拉丁美洲及加勒比以及中东及北非等地每年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不足0.1%，在南亚为1.6%，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成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约为5.3%，且在该区域14个国家中占比超过10%（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和粮食计划署，2015b）。

要达到所需相对支出水平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在较低收入国家，社会援助初期的瞄准范围可能较窄，只针对贫困人口中最贫困的群体。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帮助人口中最贫困的20%达到日均消费1.00美元的水平，所需成本相对较少，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0.1%至2%。对其中五个国家而言，此项成本相对较高，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3%至4.5%（Plavgo、de Milliano和Handa，2013）。

在很多国家，为此类计划筹措资金，是国家财政面临的艰难决定。捐赠方的支持对一些国家而言，是短期和中期内维持计划运作必不可少的。然而，要想为社会援助计划提供可持续的政治基础和资金基础，国内财政资源的筹措就显得十分重要。从捐赠方出资开展试点，过渡到由国内自行筹资、自行管理社会保护体系，此类事例已经出现在肯尼亚、莱索托和赞比亚等多国。试点和认真仔细的监测和评价有助于启动所需的政策对话，以便就一国社会援助的性质、规模、筹资方式等达成国内共识（Davis等，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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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构

第2章回顾社会保护干预措施在减轻贫困、增加粮食消费和缓解家庭粮食不安全与饥饿以及促进长期营养改善等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第3章回顾社会保护在促进营养方面的长期进展、刺激投资和推动当地发展等方面发挥有效作用的实证。第4章分析促使计划产生各种效果的背后驱动因素，并从中就计划设计吸取经验教训。第5章讨论社会保护和农业政策如何才能相互结合，以最大限度发挥计划成效和发展成效。第6章总结本报告各项主要结论。


2. 社会保护能促进农村减贫和加强粮食安全

消除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是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主要目标。增加收入与就业对于实现此类目标至关重要，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可用的方法很多，如提高家庭农场的生产率，提高教育水平，帮助各家各户着手从事较高收益的新增活动。对于贫困人口而言，这些都是长远目标，而贫困和饥饿则是每日都要面对的现实，有着深远后果。贫困和饥饿人口需要更加立竿见影的帮助。本章将回顾社会保护干预措施在减贫、增加粮食消费和实现饮食多样化等方面发挥的有效作用。我们将对一系列社会保护措施进行回顾，侧重于专门针对贫困家庭的社会援助干预措施，而不是其他社会保护措施。



社会保护有助于减贫

目前，各种各样的社会保护措施 （包括社会援助、社会保险和劳动力市场计划）为全球约1.5亿人提供保护，防止他们陷入极度贫困的深渊（Fiszbein、 Kanbur和Yemtsov，2014）。这些人大多 数居住在社会保护覆盖面较广的东欧及中亚。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覆盖面则较小，因此受到保护的人数相对较少，每年仅有不到1%的人口能在社会保护补助的帮助下实现脱贫。

社会保护有多种形式，其中一些的减贫效果相对较好。我们将对几项已经经过评价的社会援助计划予以审议，目的是对其影响进行评估，并找出哪些特征才是成功的保证。Fiszbein等（2009） 曾对几项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进行了审议，并得出结论认为，很多此类计划能够起到减贫作用，至少从短期看的确如此（插文5）。例如，墨西哥于1997年启动了PROGRESA计划，2003年更名（并稍作调整）为Oportunidades计划，2014年再次更名为Prospera计划，该计划2013年共惠及21%的人口（另见插文5）（世界银行，2015d）。7Skoufias（2005）的计算结果是，这一计划两年内使受益人中的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了约10%，贫困差距8缩小了约30%。该计划之所以取得成功，部分原因是取代了其他瞄准性较差的补贴，说明良好的瞄准工作是减贫的重要前提。此外，墨西哥的经验突出说明了严格的独立实施和影响评价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赋予计划以合法性，使之能够在吸取设计和实施相关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以扩大和改进。

巴西的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一Bolsa Família计划2015年惠及人口数超过1400万（世界银行，2015d），相当于该国人口的约24.5%（另见插文5）。该计划在2003年至2009年间，成功将贫困率和极端贫困率分别降低了1.9和1.6个百分点，相当于将贫困人数和极端贫困人数分别减少了13%和32%。计划对贫困差距产生的影响则更为明显，使之同期下降了18%（Soares，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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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sa Família计划也是各种互补性政策配套发挥全面效用的良好典范。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巴西政府迅速凭借低成本扩大了各项计划。这一举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惠及160多万最贫困人口，从而对促进国内需求增长起到了作用：尽管200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了0.6个百分点，但私人消费依然保持稳定，并在2009年下半年恢复增长（Berg和Tobin，2011）。

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也发挥了减贫的作用，它们往往瞄准特定弱势人群，如孤儿或老人（另见插文6）。例如，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CT-OVC）9共覆盖了24.5万多名儿童， 约占2011年该国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孤儿和弱势儿童总数的40%。该计划在2007年至2009年间成功地帮助受益家庭将贫困水平（日均支出低于1美元）降低了13个百分点（Ward等，2010）。

南非的“儿童支持补助计划”（CSG）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社会保护计划，为生活在收入低于特定标准的家庭中18岁以下儿童的主要照料人发放现金补助。2014年，该计划共惠及1100万多名1至18岁的贫困儿童（南非社会保障局，2015），将2007年贫困儿童人数减少了9%（南非社会保障局，2011；摘自Tiberti等，2013）。此外，南非的社会（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估计在2002年将开普敦和东开普敦的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约2.8个百分点（Barrientos，2003）。此外，它还将该国的总贫困差距缩小了21%，将有老人家庭的贫困差距缩小了54%（Omilola和Kaniki，2014）。Barrientos（2003）的分析还表明，社会养老金将人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降低了12.5%。Leibbrandt等 （2010）估计，总体而言，南非政府的主要补助计划，即国家养老金、残疾补助、儿童支持补助和寄养补助，2008年将贫困率下降了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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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型和非瞄准型食品价格补贴也是一种无条件补助形式。印度的瞄准型公共销售体系（TPDS）就是一个食品价格补贴范例，2010-11年惠及约45%的人口（Himanshu和Sen，2013），预期从2013年起将惠及约三分之二的人口（75%的农村人了饥饿50%的城市人口）。10该体系设置了一个三级零售价格阶梯，据此向邦政府提供粮食，这三级价格分别为：针对极端贫困家庭的高额补贴价；针对贫困家庭的贫困人口价；针对持有配给卡的所有其 它家庭的普通价。其中第三种价格包含的补贴最低。这一体系已发挥了强大的减贫作用：如果没有TPDS计划和学校午餐计划，2009-10年的贫困率要高4.6个百分点（Himanshu和Sen，2013）。11Drèze和Khera（2013）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称2009-10年间，TPDS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将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约11%，将贫困差距缩小了18%。在该计划运作良好的邦中，效果尤为明显，而在计划运作不畅的一些邦中，影响微乎其微。

同样，一些公共建设项目已在特定背景下有效发挥了减贫的作用。利比里亚为应对2007-08年的粮价危机，实施了“以劳动换现金临时就业项目”。到2010年，项目共为1.7万个弱势家庭提供了临时就业机会，同时为利比里亚各社区提供了公共服务，包括农村公有农地和城乡其它工 程的恢复重建。Andrews等（2011）表明，该项目将参与者中的贫困人口数量减少了5%，将参与者的贫困差距缩小了21%。

印度有着世界上最大的扶贫公共就 业计划 —“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MGNREGA）”（另见插文7）。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就业保障计划”获得的积极效果为该法案的通过提供了支持。在一次严重旱灾后启动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就业保障计划”发挥了良好的减贫作用，同时还起到了改善该邦灌溉 基础设施和农村路网的作用（Subbarao， 2013）。独立调查表明，尽管存在缺陷，但“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大大促进了减贫和社会包容，但现有实证还显示，该计划的效果在各邦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例如，Dutta等（2014）发现，“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在比哈尔邦预期可将贫困率降低14个百分点，但其实际效果却只接近1个百分点。研究人员得出的结论是，之所以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大部分 原因是该计划未能提供所承诺的“有保障”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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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PSNP）”就是一项公共建设项目，其中还包含为贫困、缺乏劳动力的家庭提供现金补助的内容。该计划共覆盖约750万人，是除南非外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安全网计划，据称已成功将本国的贫困率降低了2个百分点。该计划的设计与实施还能帮助各家各户更好地应对很多国家常年面对的季节性饥饿问题（见插文8）。 Berhane等（2014）经计算认为，该计划已帮助受益人将季节性饥饿现象减少了三分之一。

然而，公共建设项目也会在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方面给参与者带来较高负担。例如，公共建设项目就业取代了其他就业，从而降低了对个人从其它就业活动中获得收益的净影响。当有薪酬的就业机会极少，而农业活动极具季节性时，这种取代产生的效应可能相对较小。相对较低的 薪酬被认为有助于实现自动瞄准，仅瞄准那些粮食最不安全的家庭，但也有例外。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农村，高收入家庭更有可能参与以工代赈项目，因为他们有剩余劳动力，而较贫困家庭则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因此无力参与项目（Barrett和Clay，2003）。

总之，有大量实证表明，很多社会援助计划有助于减贫，至少在短期内的确如此。监测和影响评估有助于为计划的扩大和改进建立坚实的基础。巴西的经验就能证明在遇到负面冲击时，计划的扩大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计划的设计也十分重要。在设计公共建设项目时，应注意避免取代其他经济活动，同时还应考虑家庭的机会成本。印度瞄准型“公共销售体系计划”的经验证明，计划的实施至关重要。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计划中，地方委员会在计划实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地方层面的能力建设将有助于保证计划成效（Barca等，2015）。

最后，虽然并非所有计划都能真正起到减贫的作用，但都可能在防止人们陷入贫困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正如Fiszbein、Kanbur和Yemtsov（2014）指出的那样，社会保护计划在设计时往往并非瞄准真正的贫困人口，而是防止非贫困人口陷入贫困或帮助弱势群体提高自身的抵御能力。



社会保护与粮食安全

粮食不安全与贫困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很多社会援助计划会对粮食安全产生积极效果，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它能帮助人们获取更加多样化、更高质量的食物。一些计划还能通过增加家庭自身产量，起到改善粮食安全的作用。

Hidrobo、Hoddinott、Kumar和Olivier（2014a）开展了最新、最全面的回顾研究，就社会援助对家庭粮食安全的影响进行评估。12他们的元分析涵盖了对39个社会保护计划开展的48项研究，结果发现计划的平均影响（与基准线相比）是将能量摄入量提高了13%，将食物消费/支出提高了17%。他们还发现有实证证明，有些计划还提高了饮食多样化程度，尤其是动物性产品的消费。下文将对几项具体计划做更详细的介绍。

1997年11月至1999年11月，墨西哥的 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 — PROGRESA计划（现已更名Prospera）将受益家庭的粮食支出中位数提高了13%。这一提升主要归功于水果、蔬菜、肉类和动物性产品支出增加。截止1999年11月，能量摄入量中位数已提高近11%（Hoddinott、Skoufias和Washburn，2000）。Angelucci和Attanasio（2009）发现，同一计划使农村地区的消费（成人当量）在计划启动约6个月、12个月和18月后分别提高了8%、14%和17%。Angelucci和De Giorgi（2009）则发现，还是在同一计划中，符合条件的家庭领到的补助还间接地使同村不符合领取条件家庭的消费量提高了约20%。

在巴拉圭，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 Tekoporã使受益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比对照组高出9-15%（Soares、Ribas和Hirata，2008）。Hidrobo、Hoddinott、 Peterman等（2014）报道称，厄瓜多尔的一项计划实施后，无论发放的是现金、代金券或食物，结果使人均食物消费量、人均能量摄入量和饮食多样化程度均有所提高。他们并未发现人们在将补助用于食物和非食物消费比例方面有何差别，但却发现食物补助对能量摄入量的影响更大，而代金券则对提高饮食多样化程度的影响更大。就食物补助而言，食物消费量的增加主要来自补助中所包含的食品，如果发放的食品足够多样化，就能起到提高饮食多样化程度的作用，而对代金券而言，食物消费量的增加主要原因是食物种类更具多样化，包括蔬菜、蛋类和奶及奶制品。

无条件补助计划也对食物消费量产生了积极影响。Ahmed、Quisumbing等（2009）对孟加拉国针对超级贫困人口的三项不同的无条件补助计划进行了比较 （其中还包括一个公共建设项目—“农村维护计划”，下文将就此进行介绍）。其中两项计划—“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IGVGD）和“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FSVGD属于“弱势群体发展计划（VGD）”项下的一部分。两项项目均瞄准贫困女性，前者发放为期24个月的食物配额，后者同时发放食物和现金。“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FFA）属于“综合粮食安全计划”项下的一部分，它向参与劳动密集型公共建设项目的劳工（必须保证至少70%是女性）发放食物和现金，作为薪酬。研究发现，三个项目—“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的参与者均大幅提高了自己的食物消费量，从统计学角度看，人均日能量摄入量分别大幅提高了164、247和194千卡。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无条件补助计划也产生了积极成效。赞比亚和马拉维的社会现金补助计划中的“儿童补助金项目”大幅提高了受益家庭的平均消费水平和饮食多样化程度（美国研究学会， 2013； Boone等，2013）。Asfaw等（2014）发现，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发放固定数额的补助，在实施两年后，对不同大小的家庭产生了不同的效果。虽然计划对大家庭多数食品类别的消费支出未产生影响，但却对小家庭和女户主家庭的奶、蛋、肉、鱼和水果消费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主要原因是自身产量有所提高。Romeo等（2015）发现，四年后，随着通货膨胀不断削弱补助的效果，该计划不再对食物消费产生明显影响。但与食物多样化和食物质量提高相关的行为改变得以延续下来。

养老金计划也有助于加强粮食安全。例如，Martínez（2004）发现，在玻利维亚，BONOSOL计划提供的社会（非缴费型）养老金几乎全部用于增加食物消费量，增幅为6.3%。增加部分主要是肉类、动物性产品、蔬菜和水果，其中部分来自自家产量的提高。

公共建设项目也被发现有助于减贫。Gilligan和Hoddinott（2007）研究了埃塞俄比亚的“创造就业计划”和 “食物免费发放计划”，发现受益人在2002年旱灾之后的18个月里使自己的食 物消费量有所增加。Deininger和Liu（2013）发现，印度安得拉邦的“国家农村就业计划”在短期内大幅提高了蛋白质和能量的摄入量，而Ahmed、Quisumbing等（2009）则发现，孟加拉国的“农村维护计划”（瞄准女性，为她们维护农村道路支付现金酬劳）大幅提高了食物支出，从统计学角度看，使人均日能量摄入量大幅提高了271千卡。

社会保护最常见的形式是学校供餐 （另见第1章插文3）。有实证表明，很多学校供餐计划能提高学童的食物消费量。菲律宾的一项学校供餐计划将小学生人均日能量消费量提高了约300千卡（Jacoby， 2002），而父母也没有减少学童在家中分得的食物量。这一发现也在其他国家得到证实，如孟加拉国（Ahmed，2004）和布基纳法索（Kazianga、de Walque和Alderman，2014）。

很多社会援助计划，无论属于何种种类，都已对粮食安全和饮食多样化产生了可观影响，尤其是动物性产品的消费。13然而，一些计划似乎并未产生此类影响。莱索托每三个月发放一次现金补助的“儿童补助金计划”就因为发放间隔过长，加上难以保证定期发放，导致计划收效不佳。这使得各个家庭难以在两次发放之间稳定食物消费。定性实地研究发现，食物消费和饮食多样化程度方面取得的进展主要集中在发放日前后，因此通过随机对照试验很难看出消费量的增加（Pellerano等，2014）。然而，影响评价的确发现各项粮食安全指标出现了大幅提升（Pellerano等，2014）。同样在加纳，受益家庭超过7.1 万户的“生计赋权扶贫计划”（LEAP）由于支付不定期，使得人们很难使消费保持稳定（Handa等，2013）。



性别敏感型社会保护对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社会保护对粮食安全和减贫的影响能通过在计划瞄准和设计中注重女性的作用而得到加强。很多国家在家庭决策权和家庭收入支配权方面都长期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实证一直表明，当女性在家庭中占据更高地位、拥有更大权力时，整个家庭会从中获益。例如，一些研究发现，当女性对经济决策产生较大影响时，家庭就会将更多收入用于食物、医疗、教育、子女衣着和营养（van den Bold、Quisumbing和Gillespie，2013；Holmes和Jones，2013）。

在很多国家，大部分现金补助计划的受益人是贫困、弱势女性。很多计划特别向女户主家庭倾斜，因为她们在极端贫困、劳动力不足家庭中占有多数。另外，绝大多数计划以男户主家庭中的女性作为直接受益人。14其结果是，人们往往声称此类计划能对女性产生赋权作用，因为他们假设，由于补助的主要领取人是女性，因此她们能够获得对金融资源的更大掌控权。然而，有关赋权成效的现有实证并不令人信服（de la O Campos，2015）。其中一个原因是赋权成效不仅取决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还与知识、技能、对资源的影响力、所有权和掌控权等方面现存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相关联。

例如，在肯尼亚，领取现金补助的女性首先将资金用于子女的营养和教育方面，然后才会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投资（OPM，2013b）。埃塞俄比亚的情形与此类似，受益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女户主和男户主家庭在领取补助后，其支出方式均出现大幅变化。女户主家庭重点侧重教育，尽可能支付学费，让子女坚持上学，而男户主家庭往往倾向于投资扩大农业生产和积累物质资产（Slater等，2006）。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容易获取生产性资产，这也是为什么男性更愿意就此开展投资的原因。

虽然瞄准女性能增加女性所掌控领域的支出，但多数情况下无法改变家庭的整体支出方式，因为支出方式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性别倾向，且与习俗和文化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尽管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与个人喜好有关，女性喜欢在子女的短期消费方面支出，而男性则喜欢进行长期投资，但支出方式不仅能反映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规范，还能反映出财产权和资源获取等方面的情况，而女性往往在这方面处于不利地位（Doss，2011）。如果女性的合法土地权和其它资产权相对有限，那么对她们而言，将消费放在投资之前可能是最好的选择（Holmes等，2014）。

实证表明，目前占主导地位的父系性别观念依然对女性的经济决策权形成限制，尽管各项计划都努力在设计过程中考虑这一因素。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MGNREGA）计划中就有一条规定指出，要避免将女性家庭成员的收入支付给男性户主。尽管如此，Reddy等（2011）发现，女性往往无法掌控资金支出，即便由她们本人领取薪酬 后也是如此。例如，在比哈尔邦，50%的丈夫会掌控妻子从计划中赚到的收入。但计划成效在不同背景下也存在差异。在巴西，法律规定女性受益人应该掌控自己领到的现金补助，这大大增强了女性的谈判权（de Brauw等，2014）。

肯尼亚的“饥饿安全网计划”（HSNP）和“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CT-OVC）、津巴布韦的“统一社会现金补助计划”（HSCT）和加纳的“生计赋权扶贫计划”（LEAP），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可能是因为它们并未将女性定为“法定”现金领取人，或未引入其他措施来帮助女性掌控现金，如通过个人银行账户或性别宣传等措施。这些计划也未将改变性别关系作为自身目标（OPM， 2013b；Jennings等，2013）。

社会保护措施的赋权效果受计划目标的影响（如为女性赋权）和计划设计的影响（如女性为补助领取人，或计划中包含向配偶进行性别相关信息宣传），同时还受计划启动前女性决策权大小的影响。受教育水平是关键因素，女性的受教育水平与配偶相匹配或超越其配偶也很关键（de Brauw等，2014）。开发女性的技能，为她们提供获取资源和就业的机会，这些也应得到更多重视。此外，社会保护计划还需保证延续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收到可持续的经济赋权成效（de la O Campos， 2015）。

社会保护计划的设计还应考虑女性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家庭粮食安全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传统上，女性承担着煮饭烧菜和照料子女及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她们通常还负责采集薪柴、燃料和取水。同时，女性还是农民，要为家庭农场中劳动，或参与劳动力市场。这些不同的职责通常会给女性在时间安排上带来很大压力，并常常意味着要在时间安排上做出取舍，特别是在育儿方面。早期的公共建设 项目曾广受诟病，被认为增加了女性负担，但最近的项目已经在设计时考虑到要便于女性的参与。

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在设计时就规定，如果参与劳动的母亲们随身带着5名以上6岁以下儿童，就应在农村劳动场所设立托儿设施。计划还建议应雇佣一名女性负责照看儿童。同样在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在设计时考虑到了女性劳动时间受限的问题（Berhane等，2013）。理论上，应允许女性每日少劳动几个小时，如果需要照料家中的子女，可晚到早退。此外，该计划呼吁在公共劳动场所提供托儿设施，并允许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无需劳动直接领取补助。

遗憾的是，计划设计时的考量并不一定都能得到相应的实施。因此，计划在帮助妇女克服时间安排紧张的问题上并未取得多少成效。例如，在印度，大家对“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提出的托儿设施想法认识十分有限，同时据多方称，真正在劳动场所提供托儿设施的做法十分罕见（Holmes等，2014）。对印度北部四个邦开展的一次调查（Pankaj和Tankha，2010）发现，仅有28%有5岁以下子女的妇女将子女带到劳动场所，而62%的妇女将子女留在家中，由年龄较大的子女或其他亲戚照看，10%的妇女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将子女留在家中。很多情况下，这样做的原因是大家不了解劳动场所会提供托儿设施。但妇女们也可能更愿意将子女交由家人或邻居照看，而不是由公共劳动场所的陌生人照看。这一情况在其他公共建设项目中也有发现，说明有必要在启动有薪酬就业计划时，在社区层面提供托儿服务。

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在实施其性别敏感型设计理念时，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在十个区中，有八个区的负责 公共建设的官员报告说，未采取任何措施促进女性参与（Berhane等，2013）。仅三个州成功设立了托儿中心，分别为阿姆哈拉州、提格雷州和南方人民民族州。导致实施方面遇到问题主要有几个因素，包括资金不足、实施人员对托儿设施认识不足（或重视不足）以及女性参与者需求不足，一些女性参与者可能对将子女交由陌生人照看心怀疑虑（Holmes和Jones， 2013）。

改善空间依然很大，而监测与评价工作正是为此目的而设。例如，目前的共识是，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计划成效，必须考虑、补充和加强各类支持，以便解决女性面临的多重限制和不利因素，尤其在农村地区。要完成此项任务，可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从确保改善基础设施以满足女性需求，到解决教育、金融服务、生产性资源的获取方面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再到更好地获取相关社会服务，包括产前产后母婴保健。

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BRAC） 的“挑战减贫极限 — 瞄准超级贫困人口 计划”（CFPR-TUP）清楚地认识到了贫 困和脆弱性背后的性别歧视问题，并以此 为基础着手解决相关问题。15作为一个范例，该计划瞄准超级贫困农村家庭，并为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提供生产性资产，主要为家畜。16计划还先后提供了其他惠益。例如，在初始阶段提供了为期12-18个月的消费支持，这被视为计划取得成功的关键，因为资产并不能即刻起到创收的作用（Sabates-Wheeler和Devereux，2011）。各家各户还享受到了储蓄服务、每周家访和培训（涉及如何利用资产、健康和卫生事务、基本技能和识字）以及一般性支持和咨询服务（包括如何处理性别相关暴力、早婚和嫁妆压力等）。各受益家庭还得到了医疗服务和社会融入方面的帮助。该计划还举办课程，不仅涉及性别敏感型社会保护计划的设计，还涉及一般性内容，以便逐步帮助各家各户“摆脱”贫困。我们将在第4章和第5章再次介绍这些课程。



要点


	社会保护计划，无论采取何种类型，都能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尤其是缓解贫困深度。

	社会保护计划，无论采取何种类型，都能有效减轻粮食不安全。计划有助于提高消费水平，提高家庭层面的饮食多样化程度。

	女性往往是社会保护计划的主要受益人，并在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中发挥关键作用。计划如果能够瞄准女性，考虑女性在时间安排上面临的局限，并强化她们对收入的掌控，就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巨大影响，尤其对儿童而言。




3. 社会保护对投资与增长的潜在影响

正如上一章所述，社会援助可成为提高贫困人口消费水平和减轻他们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一项有效工具。但社会保护发挥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提高收入和消费水平，它还能促进生产性投资（Barrientos，2010），从而有助于提高创收能力。此类投资对可持续减贫至关重要，因为拥有投资手段的人往往更有能力、更有意愿获得信贷和辅助性资源及服务，以便对新的生产性资本和技术以及新的销售关系进行投资，同时对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投资。本章将解释为何社会保护与家庭生产性投资相关联，并对所积累的大量实证进行回顾，探讨社会保护在刺激投资方面的有效性。



社会保护为何以及如何能够刺激投资？

有关社会保护能对农业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已具备有力的理论基础。17很多贫困家庭仍以务农为主要生计手段，其中很多从事自给自足型农业。这一点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为明显，无论在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很多农民生活在（农业投入物、农产品、劳动力和信贷、保险等其它商品及服务）市场设施缺乏，或市场无法正常运作的地区（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此外，天气不确定性（尤其是在气候变化背景下）以及低价保险的缺乏，也是造成务农家庭极具脆弱性的 主要根源。当市场失灵或环境出现风险时，如果家庭的生计来源主要靠自身提供，那么原本要对家庭消费产生影响的干预措施同样也会对家庭的生产决策产生影响，反之亦然，因为两类决策是无法相互独立的。这一点可以清楚地体现于面临粮食不安全时，在高风险、高收益经济作物和低风险、低收益口粮作物之间的选择，或者在高营养食物、子女教育或家畜等选项之间的投资选择。

一旦无法得到信贷市场的服务，且没有良好的替代性风险应对机制，农户在自身生存受到威胁时，就会做出目光短浅的决定。因此，他们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低收益的农业及其它创收策略，并可能在临时劳动力市场上从事非农劳动，以获得流动性或更稳定的收入（Dercon，2002）。出于类似原因，各个家庭可能会减少对子女教育和健康的投资，或采取消极的风险应对策略，如变卖资产，减少食物消费量和降低食物质量，让子女辍学，甚至乞讨。

这种情况下，社会保护就能通过三个途径影响投资决策：管理风险；缓解流动性、信贷和积蓄方面的困难；对社区和当地经济产生溢出效应（Alderman和Yemtsov，2014；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

首先，社会保护能帮助各家各户管理风险。以定期、可预见的方式提供社会保护能增加农户的确定性和安全感，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保险，并提供重要的流动性来源。农村的贫困家庭会积极利用自己手头的工具来管理风险，如互帮互助、非正式风险分摊机制和自我保险等（见插文9）。但大量研究表明，这些风险管理策略只能 为贫困人口提供部分保险作用，往往不能完全保护他们不受经济下滑、气候灾害和严重健康问题的影响（Dercon，2011）。定期、可预见的社会保护工具能鼓励各家各户开展投资，充分利用他们原本可能认为过于冒险的经济机遇。社会保护还能在人们面临冲击时，帮助他们减少对消极风险应对策略的依赖。

其次，发放现金的社会保护计划能促进家庭积蓄，减轻信贷和流动性方面的困难，而且如果能够定期、可预见地支付补助，它还能作为担保金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得信贷（Barrientos，2012）。这些问题是导致贫困农户无法优化利用各类投入物的关键因素。贫困家庭，尤其是女性，由于缺乏担保或小额贷款成本相对较高，往往很难借到资金。缓解这些困难就能解放这些家庭，使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利用手头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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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保护计划的影响还会体现在所在社区和当地经济中。社会保护使受益家庭能恢复或加强自己在非正式社会关系网中的参与度，实现风险分摊和礼尚往来。虽然社会保护的有效性相对有限，但往往能够在冲击来袭时最早伸出援手。社会保护干预措施还能对非受益家庭的行为产生影响，如有助于提高学校出勤率、定期体检（Fiszbein等，2009）。实施得当的公共建设项目能创建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及资产，便于各家各户开展投资和经济活动（Alderman和Yemtsov，2014）。

此外，受益家庭收入提高会对当地经济产生乘数效应。新增可支配收入可用于购买畜产品和简单的农用和家用商品及服务，而这些商品和服务可能往往由非受益家庭在当地生产和提供。很多商品只在小范围内交易，原因可能是商品容易腐败，或出于运输成本的考虑。当社会保护计划 带来的新增收入为当地生产的商品及服务带来新的需求时，就会起到良性循环，使务农收入增长和农村非农收入增长实现相互促进。影响的大小将取决于当地的资源可供性，包括劳动力可供性，即有多少资源可用于提供所需商品及服务，以便在不造成物价大涨的前提下满足新增需求。

社会保护可对家庭创收活动产生一系列影响，包括提升人力资源、增加积蓄、增加信贷机会、增加农业投资和非农投资、提高农业产量和非农产出、家庭劳动力分配更趋灵活、强化社会关系网、对当地经济产生乘数效应。社会保护措施能帮助各家各户在面临冲击时维持消费水平，保护资产，少用消极风险应对策略，采用高风险、高收益生计策略。此外，这些潜在影响累计在一起，就能降低家庭脆弱性，加强其抵御能力（见插文10）。下文将通过实证介绍社会援助给家庭在投资、劳动力供应和经济活动的选择等方面带来的影响。



社会保护能刺激对人力资源和生产活动的投资

贫困家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自身的劳动力，因此我们首先要看看有关社会保护对劳动力质量产生的影响的实证，这一影响具体反映在营养、教育和健康等方面的改善。随后的几个小节将介绍有关社会 保护与家庭对农场资产及资源投资、与积蓄、与创业活动之间关联的相关实证，最后介绍社会保护对社区及经济产生的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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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人力资源：营养、教育和健康

第2章介绍的实证表明，社会援助计划，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会对粮食安全和饮食多样化程度产生巨大影响，尤其是动物性产品的消费。但社会保护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人力资源的各方面，如健康、教育和营养？

Manley、Gitter和Slavchevska（2013）以及Ruel和Alderman（2013）通过研究发现，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补助往往对消费水平和多样化程度产生积极影响，但通常未能对营养产生多少影响。他们提出，社会保护计划如果能够瞄准最贫困、最弱势群体，同时配套健康、卫生设施和妇女保健教育等其他干预措施，就更有可能产生营养成效。他们发现，无条件补助也能发挥有效作用，是否附加条件和家庭中子女的年龄、性别和医疗条件等其他因素相比之下似乎并不那么重要。最后，提高服务交付质量，再加上改进瞄准工作，就能让现金补助计划产生更好的营养成效。

社会保护干预措施的确能产生良好营养成效的一个案例是墨西哥的 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它向人们定期发放现金补助和营养补充剂18，条件是人们必须完成去诊所看病、接受营养干预和上学等规定任务。该计划对营养产生的积极影响已体现为儿童在生理、认知和语言发育方面有所改善（Fernald、Gertler和Neufeld，2008）。具体而言，该计划已使12-36个月龄儿童平均成长指标有所提升，发育迟缓可能性降低。按保守估计，该计划给儿童成长状 况带来的改善会使他们的终生收入增加2.9%。如果考虑到营养状况改善对认知发育的影响、受教育年限增加、完成特定级别学业时的年龄降低等因素，该计划产生的效果可能更大（Behrman和Hoddinott， 2005；Fernald、Gertler和Neufeld，2008）。计划之所以产生积极影响，一部分原因在于不仅将女性作为现金补助的领取人，还提高了女性对健康和营养的知识和认识。对计划所在地区5岁以下儿童而言，去诊所看病的次数增加了18%，患病次数减少了12%。此外，一系列辅助性干预措施，如营养补充剂和医疗保健服务也对计划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使食物消费量有所增加，食物多样化程度有所提高（见第2章）（Ruel和Alderman，2013；Skoufias， 2005）。

学校供餐是一种常见干预措施，用于帮助儿童更好完成学业，还能有助于改善困难学生的营养状况。例如，根据在中国、牙买加和肯尼亚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得到的实证，人们发现经过19个月的干预，在学校用餐的儿童比未接受加餐的儿童平均多增重0.39公斤（Kristjansson等，2006）。 另有实证表明，添加铁元素的学校加餐能改善铁营养，尤其是青春期女童（Ruel和Alderman，2013）。Adelman等（2008）称，在乌干达，接受学校加餐的10-13岁女童与对照组相比，轻度贫血症的发生率出现大幅下降。在加餐中包含特定种类食物的做法还加强了学校供餐计划的有效性。例如，将经过生物强化、富含β-胡萝卜素的红肉甜薯包含在南非学校供餐计划中的做法提高了学生的维生素A摄入量（van Jaarsveld等，2005）。在肯尼亚开展的一项小学供餐对照研究发现，接受牛奶和/或肉类课间加餐儿童的维生素A和B12、钙、铁、锌和膳食能量摄入量均高于对照组（Murphy等，2003；Neumann等，2003）。印度在学校午餐中供应强化大米的做法 使治疗组的缺铁性贫血发生率从30%大幅降至15%，而对照组的贫血发生率基本没有发生变化（Moretti等，2006）。

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补助都被证明能提高入学率和出勤率，并对健康产生良好效果。墨西哥的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将男童的入学率提高了6个百分点，女童的入学率提高了9个百分点。在孟加拉国，针对最难帮助到的儿童实施了一项小型计划，结果将小学入学率提高了9个百分点。在尼加拉瓜，名为“保护网”的社会保护计划（目前已中止）将整体入学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将来自最贫困家庭儿童的入学率提高了25个百分点，将普通小学出勤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还对健康产生了巨大成效。例如，在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社会保护计划使儿童去医疗机构看病的次数分别增加了33%和20%。在洪都拉斯，父母带幼儿看病的几率提高了15-21个百分点，但研究未能像在巴西那样发现计划对儿童患病率的影响（Adato和Hoddinott，2007）。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已对入学率产生了巨大、持续的影响，尤其是面临就学经济压力最大的男女中学生（12-17岁）的入学率。例如，加纳的“生计赋权扶贫计划”、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和赞比亚的“儿童补助金项目”分别将中学入学率提高了7%、8%、6%和9%。其他现金补助计划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Handa和de Milliano，2015）。虽然这些都是无条 件计划，但它们产生的影响却与墨西哥 以上学为条件的具有极大影响力的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相类似。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使计划对儿童产生较大影响的关键因素是补助金额，尤其重要的是规定补助金额至少占补助前收入的20%，同时还就补助金的用途 开展了大力度“信息宣传”。例如，有几项计划，如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和莱索托的“儿童补助金计划”就大力宣传补助金应用于儿童福利，这一做法被证明十分奏效。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还对降低患病率持续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还对促使人们利用医疗服务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南非、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计划均起到了降低（幼儿）腹泻或其他疾病的发生率，具体降幅从莱索托的15个百分点到南非和赞比亚的5个百分点不等。在加纳和肯尼亚，计划还促使人们更多采用预防性保健措施。

Baird等（2013）发现，在设置条件、监测和/或违规惩罚方面要求较高的计划和那些缺少或没有任何严格执行或重视的计划相比，对入学率和出勤率的影响更加明显。然而，要做到以上几点需要较高成本，却具备实施难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将入学率作为现金补助条件的做法并未得到普遍采用，因为要监测这些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存在困难。但我们也可在不设置条件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金补助来加强对就学状况的影响，例如，可通过提供辅助性服务，如教材、校服或学校同伴互助网络，同时为家庭提供额外支持，鼓励他们进行人力资源投资（Handa和de Milliano，2015）。

通过社会保护加强女性在人力资源开发中的作用

女性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家庭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子女教育和健康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已在第2章得到充分强调。社会保护计划已在加强这一作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计划让女性得以参与计划的设计、实施和机构层面各项工作（如社区委员会，像埃塞俄比亚的kebele小区申诉委 员会）。此外，各项计划还明确将减少性别不平等作为计划目标的一部分，因而促使各项计划采取措施加强女性对金融资源的掌控和决策权（如巴西的Bolsa Família计划），设计有效方法提高女性收入（如肯尼亚的“饥饿安全网计划”和孟加拉国的“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建立妇女支持小组（如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

有案例表明，一些社会保护计划着眼于通过让女性参与计划治理，从而更好地聆听她们的声音。在秘鲁，女性在“农村道路项目”的项目筛选委员会中有较好的代表性（Okola，2011）。在巴基斯坦，著名的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贝娜齐尔收入支持计划”（BISP）正努力通过社会动员试点项目，积极鼓励女性受益人参与项目（ACT International，2013）。该试点的目标是在不同行政级别（村、行会和tehsil [由几个村和镇组成的分区]）建立妇女委员会，培训妇女了解自己的权利，让女性领袖参加每月例会，与“贝娜齐尔收入支持计划”的地方办事处和其它政府机构保持联络，并参与监测活动（Naqvi，2013）。孟加拉国也在开展类似活动，农村进步委员会的“挑战减贫—瞄准超级贫困人口计划”（CFPR-TUP）让女性受益人得以参与每周例会（会上发放现金补助），并讨论与自身小型创业活动、健康和社会服务有关的问题（Holmes等，2010）。

然而，实现与女性参与相关的社会保护计划目标仍是一项挑战。例如，在印度，“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规定要让女性代表参与村民大会（gram sabha）19、社会责任审核论坛和 邦和中央一级委员会。它还提出，社会责任审核论坛在时间安排上应该最大限度方便女性和边缘化社区的参与（Holmes等，2014）。然而，有几项研究证实，女性在决策机构中的参与度依然较低。例如，Khera和Nayak（2009）发现，在喜马偕尔邦和拉贾斯坦邦，女性据报道并不参加村民会议，因为她们不感兴趣，或不知道会议何时召开，或认为即便自己参加会议并发表意见，也没有人会关注。除了文化习俗的作用外，女性识字率较低也决定了她们无法参与，尤其是那些属于边缘化种姓和部落社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女性。

但这与卢旺达的“展望2020年计划”（VUP）相关实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Pavanello、Pozarny和de la O Campos， 2015），这一公共建设项目出人意料地起到了促进女性参与的作用。在该项计划下得到公共建设相关就业机会的女性发现，项目令她们感到更加自信，感觉更有自我价值，从而对她们的社交生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接受采访的男性非受益人也表达出了同样的观点。但除了这些观点和案例外，研究并未发现任何能证明女性参与项目后在政治和社交生活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实证。

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在促进女性参与决策方面仅发挥了有限的作用。计划积极促进女性参与各级活动，并要求女性代表应在kebele（小区）申诉委员会和其他委员会及工作组中占有半数。然而，女性在这些机构中的代表性一直未能得到提高（Seyoum，2012）。虽然在调查所覆盖的几乎所有小区中，“小区粮食安全工作组”（负责粮食安全规划的主要机构）中至少有一名女性，但女性并未占到委员会成员的半数。合理的设计固然十分重要，但有效的实施也同样重要。

社会保护能增加家庭积蓄，并增加获得信贷的机会

在农村，贫困、弱势群体往往深陷恶性循环不能自拔，他们必须在非收获季节借钱以高价购买食物，却不得不在收获后价格较低时卖出产品偿还债务。社会保护可以通过稳定消费、缓解流动性紧张问题、帮助贫困家庭积累积蓄，最终起到减少不确定性、对家庭的支出和风险应对行为产生影响的作用。实际上，积蓄能大幅增加贫困人口的生产性投资，尤其是女性的投资（Dupas和Robinson，2009）。

Ahmed、Quisumbing等（2009）发现，在孟加拉国，参与“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特别是“农村维护计划”的家庭都大幅提高了自己的积蓄水平。20其中一个原因是，所有计划均对积蓄有强制性要求，尤其对“农村维护计划”的参与者。Evans等（2014）报道说，在坦桑尼亚，社区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受益人看到自己的储蓄水平略有提高。整体而言，初期仅12%的家庭拥有非银行存款类积蓄，而参与计划后，该比例提高了3个百分点。赞比亚的“儿童补助金项目”也对受益家庭的积蓄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Daidone、Davis、Dewbre、 González-Flores等，2014）。Soares、 Ribas和Hirata（2008）发现，在巴拉圭，Tekoparã计划受益家庭的积蓄增加了20%，对极端贫困人口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样，Handa等（2013）发现，在加纳，“生计赋权扶贫计划”受益人和非受益人相比，拥有积蓄的比例高11个百分点。

Gahamanyi、Hartwig和Kettlewell（2014）发现，卢旺达“展望2020年计划”受益人中有不到7%利用自己的资金投资其他创收活动，但33%的家 庭报告说自己将部分补助变成了积蓄。该计划为受益人提供金融知识教育，并为他们开设信贷和银行账户，用于薪酬储蓄，鼓励积蓄。以开设储蓄账户的方式促进人们参与金融活动，对人们的储蓄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Bynner和Paxton，2001）。

贫困农村社区中的家庭经常将储蓄存放在非正式机构中，如埃塞俄比亚叫做iddirs的机构。21社会保护计划能在促进受益人参与此类社会关系网方面发挥巨大作用，本章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现有实证还说明，社会保护计划能增加人们获得信贷的机会。Barca等（2015）发现一些实证，证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六个现金补助计划均提高了各受益家庭的资金可靠性，提升了他们的信誉度，降低了他们的负债水平。信誉度的提高有助于帮助各家各户从贸易商那里获得过渡性信贷，参与需要定期缴费的各类团体或协会，增加进入各类机构的机会（Barca等，2015；OPM，2014）。但在很多情况下，各家各户仍畏惧风险，不愿充分利用自己获得信贷的机会。Handa等（2013）以及Daidone、Davis、Dewbre、González-Flores等（2014）发现，加纳和赞比亚的现金补助计划已帮助受益家庭减少了自身的借款，并还清了现有债务，同时还增加了自己的积蓄。在莱索托，现金补助却未对信贷、借贷或债务产生任何影响（Daidone、Davis、Dewbre和Covarrubias，2014）。此外，巴拉圭的Tekoparã计划对信贷机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影响仅限于轻度贫困人口，而非极端贫困人口。受益家庭与非受益家庭相比，其获得信贷的机会平均要高7%。在农村，这一影响稍大一些，介于8%-10%之间，但同样只有轻度贫困人口 才从中受益，极端贫困人口则未受影响（Soares、Ribas和Hirata，2008）。

社会保护能增加农业投资和农业产量

社会援助能对家庭农场生产产生积极影响，正如墨西哥的PROCAMPO计划（现已更名为PROAGRO Productivo）以及PROGRESA计划（现已更名为Prospera）（Ruiz等，2002），类似的还有巴西1991年大幅扩大退休金（社会养老金）后对农村人口产生的影响（Delgado和Cardoso，2004）。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明，社会保护计划的确能诱发此类投资。一次最新、最全面的研究就社会保护，尤其是社会援助对家庭资产的影响开展了评估（Hidrobo、Hoddinott、Kumar和Olivier，2014b），结果发现社会保护计划将拥有家畜的家庭数量平均提高了14%，将家畜总价值提高了18%，将拥有生产性农场资产的家庭比例提高了41%，同时还大幅增加了各家拥有的生产性农场资产。然而，不同计划之间存在极大差异，下文将通过实证就此进行介绍。

在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增加了家畜数量，给参与时间较长的家庭带来了较大成效（Berhane等，2011；Berhane等，2014）。这一成效在同时还参加了“其他粮食安全计划”（OFSP）和稍后的“家庭资产创建计划”（HABP）的受益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后两项计划中还包括信贷获取、家畜、蜜蜂、农具和种子相关援助、灌溉或集水项目、草地土壤保护和改良等内容。既参加“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又参加“其他粮食安全计划”/“家庭资产创建计划”的家庭与未参与任何一项计划的家庭相比较，使用化肥的概率要高21个百分点。在参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家庭中，如果同时还参与了“其他粮食安全计划”/“家庭资产创建计划”，那么其使用化肥的概率提高了19个百分点，投资修建石块围墙梯田的概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Berhane等，2011）。埃塞俄比亚的经验表明，即便在基础设施和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实施大型资产创建计划（Berhane等，2014）。

孟加拉国针对超级贫困人口的三个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被作为比较研究对象（Ahmed、Quisumbing等，2009），这三个计划分别为：“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和 “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另外还有一个公共建设项目“农村维护计划”（另见第2章）。“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和“农村维护计划”参与者与对照组相比，其拥有的家畜平均价值分别提高96%和108%，而另一方面，“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和“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参与者则没有看到自己的家畜价值在统计学意义上出现明显提高。接受创收培训并开展了创收活动的家庭表现尤为突出。“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和“农村维护计划”的成功要归功于它们有能力帮助各家各户克服购买家畜时所涉及的高成本问题，前者的做法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向参与者发放贷款，后者的做法则是发放数额相对较大的补助。只有“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的受益人大幅度增加了自己租赁的土地，用于耕种。研究人员认为，其原因可能是该项目是唯一包含有信贷评估机制的计划。

赞比亚“社会现金补助计划”中的“儿童补助金项目”发放的无条件补助数额相对较大，相当于人均收入的近30%，这使得受益家庭（2万户有5岁以下儿童的超级贫困家庭）将自己耕种的土地面积扩大了18个百分点（美国研究学会，2013）。计划还增加了各家拥有的各类家畜，无论从拥有家畜家庭所占比例（从49%的基准线总体提高了21个百分点）还是各种禽类的总数看都是如此。计划还对各家拥有的农具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而在投入物（种子、 肥料和外聘劳动力）上投资的家庭所占比例则从23%的基准线提高了18个百分点。这些投资使农产品总产值提高了50%，这些产品主要用于出售而不是供自家食用。计划在家庭层面产生了乘数效应，使人均消费增长比补助额本身高25%（Daidone、Davis、Dewbre、González-Flores等，2014）。

莱索托的“儿童补助金计划”使作物投入物的使用量和相关支出均有所增加，使用农药的家庭所占比例从12%升至 20%。投入物使用量的增加使得玉米产量有所提高，而对劳动力有限的家庭而言，高粱产量有所提高，同时菜园收获频率也有所提高（Daidone、Davis、Dewbre和Covarrubias，2014）。在肯尼亚，拥有小型家畜的小家庭所占比例和女户主家庭所占比例均出现大幅提高（分别提高15.4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与对照组中的家庭相比，受益家庭，尤其是小家庭（往往包括女户主），消费了更多的谷物、动物性产品（肉和禽类）以及其他自产食物（Asfaw等，2014）。

马拉维无条件“社会现金补助计划”的Mchinji试点项目分别将山羊和鸡的拥有量提高了52%和59%（Covarrubias、 Davis和Winters，2012）。牛的拥有量也出现了大幅增加，但总量相对较小。在同一计划中，受益家庭对锄头、镰刀和斧子等农具的投资更多。最终，这些家庭在自己的农地上收获了更多农产品，从而提高了自己对自产产品的消费量。这种积极影响还归功于补助数额较大，几乎占家庭支出的30%（Boone等，2013）。

玻利维亚的BONOSOL社会（非缴费型）养老金计划使受益家庭提高了自己对作物生产的投资。这一点在女户主家庭中更为突出，它们购买农药的概率提高了8.8个百分点，租用犁具的概率提高了7.5个百分点（Martínez，2004）。

墨西哥的PROGRESA/Oportunidades 计划（现名Prospera）对参与这一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家庭的农业资产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没有任何农业资产的受益家庭将自己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增加了15.3%。总体而言，与对照组中的家庭相比，受益家庭拥有役畜的概率高17.1%，拥有非役畜的概率高5.1%，而参与计划前没有任何资产的受益家庭效果更加明显（Gertler、Martínez和Rubio-Codina，2012）。

最后，巴拉圭Tekoporã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受益人对农业生产的投资提高了45-50%，购买禽类和猪等小型家畜的概率提高了6%，而对大型家畜的购买没有产生任何影响（Soares、Ribas和Hirata，2008）。

这些例子表明，很多社会保护计划，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对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农业投资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由于计划设计和性别、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影响大小各不相同（另见插文11）（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然而，并非所有有关社会保护计划的研究都发现计划对投资和资产积累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Maluccio（2010）发现，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计划”（目前已中止）就未对家畜和土地拥有状况产生任何影响，Handa等（2013）对加纳的研究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定性数据表明，加纳的 “生计赋权扶贫计划”和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作为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都对较富裕群体起到了促进资产购置的作用，但却未对最贫困家庭产生影响（OPM，2013a和2013b）。我们将在第4章重新回到这一话题，分析可能由哪些因素造成一些计划成功或失败。

社会保护还能刺激非农活动

农村家庭，包括务农家庭，很大程度上依赖除农业以外的各种经济活动和收入（Davis、Di Giuseppe和Zezza，2014） （另见第1章）。难怪现有实证表明，社会保护能鼓励农村家庭开展非农投资。例如，在孟加拉国，约37%的“农村维护计划”参与者开办了小型商业企业（Ahmed、 Quisumbing等，2009）。在肯尼亚，“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将女户主家庭参与非农活动的比例提高了7个百分点，而对男户主家庭却没有产生影响（Asfaw等，2014）。在赞比亚，“儿童补助金项目”将受益家庭经营非农企业的比例提高了17个百分点，此外还使（非农企业的）平均经营月数、每月总收入和利润、拥有商业 资产的家庭比例等数字全部翻了一番（美国研究学会，2013）。在南非，社会养老金领取人新建了微型企业或强化了现有企业（Du Toit和Neves，2006），而在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和“家庭资产创建计划”的受益人均更有可能拥有和经营自己的非农企业（Gilligan等，2009）。

[image: image]

拉丁美洲的实证证明社会保护计划对非农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墨西哥的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提高了家庭经营非农微型企业的概率（Gertler、Martínez和Rubio-Codina，2012；Todd、Winters和Hertz，2010），而受益人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提高了25%（Bianchihe Bobba，2013）。然而，巴西的Bolsa Família计划仅在城市地区对创业投资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农村却没有观察到任何影响（Lichand，2010）。

与农业投资一样，并非所有社会援助计划都能对受益家庭的非农创业活动产生促进作用。例如，在尼加拉瓜，参与“社会保护网计划”（目前已中止）实际上反而降低了受益人在非正式企业中的参与度（Maluccio，2010），而加纳和莱索托的现金补助计划也未产生任何影响（Handa等，2013；Daidone、Davis、Dewbre和Covarrubias，2014）。



社会保护会影响家庭劳动力分配

社会保护还对家庭劳动力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社会保护产生的收入效应能导致个人减少劳动量，实际上，这一点对以老人为户主的家庭或童工而言可能是计划的原本目的。个人劳动量减少也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而实际上劳动量被转移到家务劳动或育儿方面。此外，社会保护可能会促使劳动力重新分配，使人们不再在无奈之下从事有报酬的零工性务农劳动（Fink、Jack和Masiye，2014）。社会保护计划可能要求各家各户提供劳动力（如公共建设项目）和/或送子女上学，这也可能意味着家庭内部劳动力的重新分配。随着对农场和非农生产投资的增加，社会保护能促使劳动力重新分配，用于家庭生产活动。总之，实证表明，社会保护计划对劳动力总供给仅产生了较小影响，但可能会导致家庭内部劳动力大幅度重新分配。归根结底，影响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各种因素，包括家庭规模、人口构成、计划性质、家庭经济活动和当地劳动力市场。

拉丁美洲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实证表明，对劳动力供给产生的影响至多是一种较弱的消极作用，而有些计划还起到了减少童工现象的作用（Fiszbein等，2009）。多项研究未曾发现计划对男性和女性在有薪酬就业中的参与度有大幅影响，但有些研究发现有证据表明，家庭劳动力在农业与非农活动之间出现了重新分配。例如，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计划”（目前已中止）并未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度产生任何影响，但小幅减少了男性的劳动时间（Maluccio和Flores，2005）。该计划还导致劳动力从农业向高收益的非农就业转移（Maluccio，2010）。

巴西的Bolsa Família计划对总劳动时长未产生任何影响，至多对劳动意愿产生了较小的消极影响（de Brauw等，2015； Teixeira，2010）。对收入不稳定或无收入的非正式劳动者和无报酬劳动者的消极影响相对较大，对女性的影响也较大，且受益人领取补助越多，这一影响就越大。一些女性放弃有薪酬就业机会，取而代之从事家务劳动，其原因可能是薪酬过低，而且要满足计划提出的条件，所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多（Ribas和Soares，2011； de Brauw等，2015）。Bolsa Família计划还使得受益家庭将劳动力从正式部门就业转向非正式部门（de Brauw等，2015），其原因可能是他们试图通过在非正式部门就业，将自己的收入“隐藏”起来，避免让自己失去领取补助的资格。

在巴拉圭，Tekoporã计划对男性劳动力供给产生了负面影响，其原因可能是贫困男性的保留工资22有所提高，从而使他们减少了自己打零工的时间（Soares、Ribas和Hirata，2008）。但在墨西哥，向受益人发放现金或实物补助的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和Programa Apoyo Alimentario粮援计划（针对Oportunidades未覆盖的地区）均未对成人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然而，两项计划发放的补助均导致男性（而非女性）从务农转向从事较高收益的非农活动（Skoufias、Unar和González-Cossío，2008；Alzúa、Cruces和Ripani，2012）。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无条件现金补助相关实证还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情况各不相同的画面。养老金计划在南非产生了各种不同影响，虽然看起来它们总体降低了老年人的参与度。几项研究发现，计划对劳动力供给没有产生影响或产生负面影响（如Ranchhod，2006）。而另一方面，考虑到迁徙因素后，此类补助计划使一些家庭的劳动力市场参与度有所提高，因为养老金会给迁徙者提供支持，直至他们能够自立，而养老金领取者可以帮着照看低龄儿童，从而将年轻人解放出来，去别处寻找工作（Ardington、Case和Hosegood，2009）。

在马拉维和赞比亚，还有肯尼亚（程度较小），现金补助计划都促使成人从从事有薪酬农业劳动转向自有农场活动。在赞比亚，儿童补助金计划使得家庭成员减少了在有薪酬农业劳动中的参与度和强度。这一影响在女性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使参与度降低了17个百分点，每年的参与时间缩短了12天。男性和女性均增加了自己花在自有农业和非农活动上的时间（Daidone、Davis、Dewbre、González-Flores等，2014）。在马拉维，“社会现金补助计划”大幅降低了人们在低技能有薪酬农业劳动中的参与度（据第二次后续调查结果，降幅为61%），受益人从从事一种被称为ganyu23的劳动退出，由于没有其他替代活动，从而转向从事自有农业生产活动（Covarrubias、Davis和Winters，2012）。在肯尼亚（Asfaw等，2014）和莱索托 （Daidone、Davis、Dewbre和Covarrubias，2014），这种转向情况依年龄和性别存在差异，而在加纳（Handa等，2013），“生计赋权扶贫计划”也增加了自有农场生产活动。在加纳、肯尼亚、莱索托、马拉维和津巴布韦开展的定性实地研究均一致报告出现这种转向（Barca等，2015）。在埃塞俄比亚，在参加“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和一项农业服务和投入物辅助性一揽子计划的受益家庭中，均未发现对劳动力供给产生负面影响（Gilligan、 Hoddinott和Taffesse，2008）。

如果社会保护计划，尤其是公共建设项目，达到足够大的规模，就会给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带来压力，从而推高无技能劳动力的薪酬水平。有些情况下，这可能会通过提高保留工资，使劳动者少受剥削。例如，埃塞俄比亚的一项以劳动换现金补助计划—“Meket生计发展项目”，使得贫困家庭和较富裕家庭就承包式分成制耕种和养畜活动重新开展谈判（Adams和Kebede，2005）。印度的“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公共建设计划将薪酬水平定为高于当地零工薪酬水平，因而鼓励人们退出受剥削的零工劳动，如契约劳工（McCord，2012）。此外，该计划还通过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缩小了薪酬上的性别差异。与非项目区相比，项目区女性零工的薪酬要高8%（Azam，2012）。

然而，如果支付的薪酬高于市场薪酬水平，公共建设项目也会扭曲当地劳动力市场，从而给其他生产部门带来劳动力短缺问题（Creti，2010；McCord，2012）。“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实际上对劳动力需求季节性波动起到了缓解作用，从而稳定了薪酬水平（Shariff，2009； Creti，2010）。但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极端不利的低薪酬环境中，将公共建设项目的薪酬定为高于当地市场薪酬水平，会对计划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形成阻碍，因为这可能会抽走原本从事有薪酬农业劳动的劳动力（Barrett、Holden和Clay，2005）。

社会保护能减少童工

多数（并非所有）实证表明，社会保护计划能减少童工现象。在拉丁美洲，两项大型系统性回顾研究发现，多数现金 补助计划都能大幅减少童工现象（IEG，2011；Fiszbein等，2009）。在巴拉圭，Tekoporã计划对童工未产生明显影响，但提高了学校出勤率（Soares、Ribas和Hirata，2008）。相反，尼加拉瓜原先的“社会保护网计划”则将7-13岁儿童中的童工率减少了3-5个百分点（Maluccio和Flores，2005）。对童工的影响通常体现在较大龄儿童身上。例如，墨西哥的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减少了12-17岁儿童，尤其是男童中的童工现象，同时提高了初中入学率（Skoufias和Parker，2001）。针对一些计划开展的评价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结果，如柬埔寨和巴基斯坦的两项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孟加拉国和布基纳法索的两项学校供餐计划、厄瓜多尔的一项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以及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两项学费免减/奖学金计划（独立评价组，2011）。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很多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也大幅减少了童工现象。在南非，如果家庭中一人有资格领取养老金，那么该家庭中儿童的总劳动时长就减少33%（Edmonds，2006；独立评价组，2011）。在肯尼亚，“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大幅减少了家庭农场中所用的童工，尤其是男童（Asfaw等，2014；OPM，2013b），而在莱索托，“儿童补助金计划”也减少了农场中的童工（Daidone、Davis、Dewbre和Covarrubias，2014）。其他研究也从加纳的“生计赋权扶贫计划”中发现了类型的结果（OPM，2013a）。但在马拉维，“社会现金补助计划”减少了儿童在家庭以外从事 有薪酬劳动的现象，却增加了他们在家庭内部的童工现象，由年幼儿童代替成人做家务、照料其他家庭成员、在农场劳动，但同时学校出勤率也出现大幅提升（Covarrubias、Davis和Winters，2012）。赞比亚的“儿童补助金项目”未对童工产生明显影响（Daidone、Davis、Dewbre、González-Flores等，2014）。在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这一公共建设项目在农村地区产生了多种影响：增加了儿童参与有薪酬劳动的时间和女童用于学习的时间，但却减少了儿童花在各类劳动上的总时长（包括家务劳动）（Woldehanna，2009）。



社会保护能促使人们参与社会关系网

社会保护干预措施所产生的影响已超越家庭，对当地社区和当地经济产生了溢出效应。这些溢出效应可能在社会关系网的推动下得到加强，因为社会关系网能帮助人们克服信贷和流动性方面的困难，同时还能帮助贫困家庭通过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朋友和邻里之间的非正式交换或转账来管理风险。24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非正式储蓄协会iddir的主要功能是帮助会员度过难关，成为这一协会的会员使各家庭在土地、劳动力和信贷市场的准入方面提高了7%至11%（Abay、Kahsay和Berhane，2014）。在墨西哥（Angelucci等，2009），属于几代同堂大家庭一部分的小家庭之间能相互共享资源，而且与那些在本村没有亲属的家庭相比，更容易在困难时期稳定自己的消费，他们还更容易做出大额投资，如在子女的教育上投资。因此，有着良好社会关系网的家庭往往比 相对孤立但其他条件相似的邻家更容易逐步积累起资源。

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明，社会保护干预措施和人们在社会关系网中参与度的提升之间有着密切关联。巴拉圭的Tekoporã计划提高了人们在工会、合作社或生产者组织以及宗教团体中的参与度，提高幅度为6至10个百分点。极端贫困人口的社会参与度提高了7至9个百分点，而轻度贫困人口的参与度则未出现明显变化（Soares、 Ribas和Hirata，2008）。

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似乎有助于帮助受益人重新融入现有社会关系网，因为其他社区成员对受益人的看法有所改善，感觉他们更值得信任，而这有助于提升一些人的创收活动和整体经济机遇、社会地位、自我认同以及与其它社区成员之间的交往。这些都已对家庭抵御能力和可持续生计产生了直接和间接影响。对撒哈拉以南非洲6项现金补助计划而言（Barca等，2015），25可预见、定期发放的补助往往能促使受益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关系网，但对老人、行动不便或文盲而言，积极参与决策仍十分困难。

莱索托的“儿童补助金计划”极大加强了围绕食物共享开展的各种礼尚往来安排，同时减少了来自居住在社区以外家庭成员的汇款量（Daidone、Davis、 Dewbre和Covarrubias，2014）。在马拉维，现金补助受益人收到的私人转账下降了32%，主要原因是来自朋友和家人的现金和实物馈赠出现了减少，但汇款并未减少（Covarrubias、Davis和Winters，2012）。在埃塞俄比亚（Berhane等，2011），没有任何实证表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减少或取代了私人转账。但前期的一项研究（Gilligan等，2009）发现，当补助定期发放时，该计划有时会取代私人转账，而当补助不能定期发放时，它会减少私人转账。另一方面，没有任何实证证明，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粮食援助和以工代赈活动对牧民之间的私人转账起到了挤压作用（Lentz和Barrett，2005）。在南非，养老金领取人一旦开始领取养老金，他们从子女那里收到的私人转账就减少了25-30%（Jensen，2003；独立评价组，2011）。

拉丁美洲有更多实证能证明社会保护计划对私人转账的影响。尼加拉瓜的“社会保护网计划”（目前已中止）并未取代礼金、借款等私人转账（Maluccio和Flores，2005）。墨西哥的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对私人转账的影响因计划实施时长而异。实施6个月后，该计划对受益人的私人转账产生了挤压作用（Albarran和Attanasio，2002），而其他实证则表明，19个月后计划的这一影响消失了（Teruel和Davis，2000）。计划使目标社区中非受益家庭的私人转账量和对照社区的非受益家庭相比提高了33%（Angelucci和De Giorgi，2009；独立评价组，2011）。

社会保护计划还可能在当地社区中引发紧张关系。在加纳、肯尼亚、莱索托、坦桑尼亚和津巴布韦，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导致受益人和非受益人之间出现嫉妒和紧张关系（OPM，2013a；OPM，2013b；Barca等，2015；Pellerano等，2014；Evans等，2014）。有报告称，墨西哥原先的PROGRESA计划曾引发受益人与非受益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非受益人往往不理解为何自己被排除在外，这一抵触情绪会在受益人领取补助时爆发（Adato，2000）。造成这种紧张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实际或假定瞄准误差、筛选过程不透明、交流沟通不畅等。



公共建设项目能创建当地基础设施和其他社区资产

公共建设项目的设计目标是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或保证就业机会来减轻贫困，同时为社区提供各类资产，尤其是基础设施、土地管理和社会服务（Subbarao等，2013）。提供公共产品通常是次要目的，但也是关键目的。如能合理实施，这些计划能为家庭投资提供关键的补充（Alderman和Yemtsov，2014）。例如，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曾修复了16.7万公顷土地和27.5万公里石质和土质堤坝，种植了9亿棵种苗（世界银行，2012）。“生产性安全网计划”项下的当地灌溉项目增加了农业用水（Subbarao等，2013）。在孟加拉国，道路修复项目使农业薪酬提高了27%，人均消费增加了11%，男女童入学率也得到了提高（Khandker、Bakht和Koolwal，2006）。

公共建设项目能提供重要机遇，改善社区基础设施和资产，使之注重性别平等。一些社会保护计划明确认识到基础设施和妇女赋权之间的关联，并支持发展更注重性别平等的社区资产，改善女性获取水、燃料等资源的机会，同时节约时间，提高安全性。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将能减轻女性劳动负担的社区资产建设作为优先重点（Berhane等，2013）。其他例子还包括创建社区取水点和薪柴来源，利用公共建设项目劳动力帮助缺少劳力的女户主家庭耕种土地（Holmes和Jones，2013）。此类工作正在产生影响，例如，供水工程、卫生设施的修建已减轻了妇女的劳动负担（美国国际开发署，2012）。

其他国家也很重视“妇女的”社区资产。秘鲁的农村道路项目瞄准偏远地区的土著人口，帮助妇女改良乡间小道，帮助她们更好地获得社会服务和市场准入，帮助女童获得上学机会（世界银行，2009； Okola，2011）。同样，赞比亚的“以工代赈计划”几乎全部由女性参与（因为男性通常拒绝参与发放非现金薪酬的劳动），在农村社区中修建蹲坑式厕所。这些厕所缩短了女性如厕所需的步行距离，从而减少她们遭受性暴力的风险（Kabeer，2008）。

资产创建项目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是选择问题，即由谁来选择，如何选择（另见第40-41页的“通过社会保护加强女性在人力资源发展中的作用”一节，第40-41页）。女性和男性往往会重视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即便在双方都重视同一类资产，如道路时，他们心目中的道路类型也可能存在极大差异。例如，在秘鲁，女性去任何地方都靠步行，因此她们想要修建乡间小道，而不是机动车道。同样，在印度，“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案”计划在一些地方因为重视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就业机会而遭到了批评（Mahaptra等，2008），因为女性受益人往往更喜欢医疗、育儿和卫生设施项目。但由于女性在决策中的作用十分有限，因此公共建设项目往往侧重道路、水资源管理和种树等活动。

公共建设项目也遭到了不少批评。例如，很多贫困家庭劳动力有限，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要帮助他们，可能就不应该采用公共建设项目这一工具。此外，公共建设项目创建的资产不一定都能达到基本技术标准（Devereux和Guenther，2009）。



社会保护能对当地经济产生巨大的整体积极影响

多数社会保护计划的受益人生活在金融服务（如信贷、保险、劳动力、商品及投入物）市场缺失、获取服务难或市场运转不良的地方。现金补助如果能够定期、可预见地发放，就能帮助各家各户解决信 贷难或现金短缺问题（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这反过来又能增加在生产性资产上的支出和其它创收活动，影响受益人在社会关系网中扮演的角色，加强市场准入，给当地经济注入资源。

当受益人领到现金补助时，其直接影响就是提高受益家庭的购买力。他们通常会将现金花掉，虽然其中一部分可能被用来增加积蓄。随着现金补助被花掉，它所产生的影响就从受益家庭扩大到其他人身上。计划所在村庄里的门口交易、村小卖部购物和定期集市都会触发收入乘数效应。

当地收入乘数可用于衡量发放的每单位补助额给当地总收入带来的变化（Taylor，2013），传统上在评估这一乘数时，通常采用社会核算矩阵或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Taylor、Dyer和Yúnez-Naude（2005）采用将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微型农户模型相结合的方法，估计如果在墨西哥西部取消PROGRESA/Oportunidades/Prospera计划，无地农户的收入将减少7%以上，而拥有小块土地农户 的收入将减少4%以上。取消该计划将对商业化玉米生产的产量产生极少影响，但会使玉米需求和自给自足型玉米产量下降1.3-2.1%。同样，在巴西，Bolsa Família计划发放的补助提高了约10%后，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0.6%（Landim，2009）。

“当地经济影响评价”（LEWIE）模型能通过评估对当地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反映出社会保护计划和其他干预措施所产生的收入乘数效应（Taylor和Filipski，2012）。设计这一模型的目的是全面评估和了解现金补助计划对当地经济产生的影响，包括对受益人和非受益人群体生产活动的影响；为何会产生这些影响；当计划扩大到更大范围时，它们可能会如何变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对项目设计十分重要，对向政府和其它伙伴方解释潜在影响也很重要。26

“当地经济影响评价”模型已被用来为多个计划和多个国家估计当地收入乘数（图13）。估计值各地不等，从马拉维的1.25到埃塞俄比亚Hintalo-Wajirat Tabias地区的2.52。也就是说，埃塞俄比亚“社会现金补助试点计划”在Hintalo-Wajirat地区发放的每一个埃塞俄比亚比尔补助，都能再创造1.52个比尔的价值，总共给当地经济带来2.52比尔的创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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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国家、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主要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开发程度和结构、购买的商品及服务多大程度 上为当地生产以及当地供给的灵活度。如当地供给有限，现金补助计划带来的需求上升就可能推高物价，结果降低实际收入乘数（插文12）。在每一次当地经济影响评价研究中，研究人员均在模型中加入了一系列限制因素，如信贷和资本限制因素。一旦出现供给限制因素，实际收入乘数就会大幅低于名义乘数，虽然实际收入乘数在所有案例中均高于1（图13）。

例如，赞比亚的“儿童补助金项目”发放的每一个克瓦查原本可能将收入提高1.79个克瓦查，但由于存在供给上的局限和 通货膨胀，实际乘数可能仅为1.34（美国研究学会，2013）。在加纳，供应方面的局限可能将乘数从2.5降至1.5（Thorne等，2014）。

埃塞俄比亚于2011年启动的“社会现金补助试点计划”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案例。该项目涵盖提格雷区两个县（woreda）27，一个属于农村（Hintalo-Wajirat），一个属于城市（Abi-Adi）（Kagin等，2014）。在属于农村的Hintalo-Wajirat县发放的每一个比尔给当地经济创造了1.52比尔的价值，其当地收入乘数为2.52。相反，在属于城市的Abi-Adi县发放的每一个比尔仅创造了0.35比尔，当地收入乘数为1.35。因此，起初在Hintalo-Wajirat发放的558万比尔和在Abi-Adi发放的162万比尔可能分别为当地经济带来了1406万比尔和219万比尔的新增收入。造成两者之间差别的原因是，Abi-Adi与Hintalo-Wajirat不同，它只有一个零售部门。计划对零售部门的影响很大，但人们购买的很多商品从外地输入，并非当地生产。因此乘数效与属于农村的Hintalo-Wajirat相比，已经更多扩大至当地经济以外。

在Hintalo-Wajirat，没有资格领取补助的非受益人也间接从自己与受益家庭的经济交往中获益，实际上，所有的溢出效应都汇集到非受益家庭身上，因为他们拥有生产性资产，能够充分利用需求增长从中获益。Hintalo-Wajirat在供给上面临的局限估计使乘数效应降至1.84（Kagin等，2014）。因此，能缓解供给相关局限的农业和基础设施干预措施是社会保护干预措施的重要补充。



要点


	社会保护能加强营养、健康和教育，对未来生产率和就业能力产生影响。

	当社会保护计划能定期、可预见地实施时，就能促进积蓄，并推动对农业和非农活动的投资，降低家庭面临的风险，从而鼓励他们参与风险较高但收益也同样较高的活动。

	社会保护并未减少劳动量。但的确给受益人带来了更多选择，很多人将原本出于无奈用于从事有薪酬农业零工的时间转向用于从事自家农村劳动或非农就业。一些计划已对女性加入劳动力大军起到了促进作用。再加上农业活动和非农活动的增加，社会保护就起到了加强生计的作用，而不是助长依赖性。

	社会保护计划能提高劳动者的谈判权。特别是当公共建设项目/就业计划达到一定规模时，能提高无技能劳动者的薪酬，但必须在计划设计时注意避免对农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保护计划能提高收入，并发出清晰的宣传信号，因此往往有助于减少童工，提高学校出勤率。

	社会保护能加强社会关系网，如非正式储蓄协会和礼尚往来机制，使之成为非正式的社区风险管理机制。这些关系网有助于从受益人向非受益人传导溢出效应，从而惠及整个当地经济。

	公共建设项目能创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区资产，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就能对当地经济做出直接贡献。

	社会保护计划能通过刺激对当地生产的商品及服务的需求，给当地经济带来巨大惠益。非受益人尤其可能从中获益。有助于减少当地生产所面临局限的辅助性计划，如投资信贷或推广服务，能提高当地生产者的能力，帮助他们应对社会保护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同时避免引发通货膨胀。




4. 了解哪些做法最有效：对计划设计和实施意味着什么

现有实证表明，社会援助计划能有效减轻贫困，改善粮食安全和营养，促进储蓄、投资和当地经济增长。但并非所有计划都能产生同等效果，其影响在规模和性质上也可能大相径庭。因为社会保护计划种类繁多，因此要比较它们所产生的影响是一件复杂工作。即便对看似十分相似的计划，如向贫困人口发放现金补助，由于计划设计和实施不同也会导致结果不同。我们将在本章中分析哪种设计和实施特征有助于推动计划成效，期间牢记有些影响与计划目标直接相关，而另一些影响则可能是始料未及的结果。



瞄准有助于以低成本实现计划目标

社会保护计划通常具备具体目标，便于确定预期受益人。例如，一般情况下，当现金补助计划将目标定为减贫时，就应该瞄准贫困人口。除了这一常见目标外，一些计划，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具备更多具体目标，如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例如孤儿、受艾滋病影响的人群、老人或学龄儿童。计划能否如愿实现其各项目标，一定程度上将取决于是否能使惠益真正到达目标人群手中。

并非所有计划都采用某种特定的瞄准方法。出于某种原因，如历史或政治原因、方便实施和遵守普适人权等，有些计划会面向整个人口。例如，在埃及，食品补贴一直以来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其中约60%完全没有设定具体目标人群，直到最近情况才开始改变。28剩余部分用于为80%的埃及家庭发放补贴配给卡，允许他们限量购买某些食品，如面包和糖。贫困人口从这些补贴中获得了巨大惠益，即便有些补贴是非瞄准型。假如埃及取消食品补贴，贫困率将从25.2%升至34.0%，升幅达9个百分点（Breisinger等，2013）。尽管实施了食品补贴计划，但长期营养不良问题自2003年以来一直在不断加剧：约三分之一的埃及儿童发育迟缓，35%的人口饮食多样化程度不足，而同时48%的15岁以上女性肥胖。补贴如把瞄准工作做的更好，就能将更多资源用于真正需要的人群，提高饮食多样化程度。

以上案例表明，鉴于政府预算有限，瞄准有助于将更多、更好的资源发放给特定个人或家庭。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社会计划都采用了瞄准的做法，这一点并不奇怪。插文13将对最常用的几种方法做简要介绍。多数社会保护计划采用地域性瞄准、代用经济状况调查和社区参与相结合的方法。拉丁美洲及加勒比的多数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数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均采用这种方法（见表1）。

瞄准涉及行政、政治、私人、社会和奖励等方面的成本（Coady、Grosh和Hoddinott，2004）。行政成本指为瞄准机制的设计和实施而收集和分析数据所需的成本。瞄准的行政成本不易计算，其一是因为缺乏可靠数据，其二是因为瞄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在初步选定符合条件的人群后，还需持续核查是否存在做假行为，或核查家庭社会、经济状况是否出现变化，虽然不建议频繁进行重新瞄准，因为这样容易引发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受益人的风险决策行为（Farrington、Sharp和Sjoblom，2007）。最后，有些瞄准方法会涉及较高行政成本，也需考虑在内（Coady、Grosh和Hoddinott，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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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还涉及到政治成本。普惠式计划所提供的支持可惠及的范围更广，而瞄准某一特定人群可减少计划所需的政治支持，从而影响计划的可持续性。人们还可以通过操纵瞄准，给予政治上受青睐的某些群体以特殊惠益。受益人和非受益人群体的相对规模可最终影响政界选举或未来有关瞄准的政治决策。

社会计划的受益人也会有成本，例如与资格审查直接相关的成本，如（重新） 开具证明（如，为参加计划，需支付费用开具所需证明材料），还有机会成本，即申请过程花费的劳动时间。此类成本会影响受益人是否参加计划的决定。有时受益家庭可能产生不愿继续参加计划的想法（如在有失业补贴的情况下不再愿意提供劳动力），或可能使自己的行为产生了积极变化（如为符合条件送子女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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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本可能涉及到家庭被列为贫困和/或弱势人群（如残疾人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艾滋病病人）后体验到的社会歧视，或在受益人与非受益人之间出现社区隔阂。当社区成员参与受益人选定工作时，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更为严重。例如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县里就出现过一个极端案例，粮食安全工作组一名成员的粮店被人纵火焚毁，纵火者是“生产性安全网计划”被取消资格的原受益人（Devereux等，2008）。

要想确定瞄准机制是否能有效支持计划目标，对瞄准的绩效开展评价十分关键。29可以采用多种工具来评估瞄准机制的有效性。其中一项常用方法就是分析渗漏 （纳入误差）和覆盖不足（排除误差）。纳入误差指不符合条件的个人被纳入计划，成为受益人，而排除误差指符合条件的个人被排除在外。设计阶段和实施阶段均可能出现误差（Sabates-Wheeler、Hurrell 和Devereux，2014）。在设计阶段，导致误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预算有限，迫使政府设定受益人人数限额（这意味着覆盖不足为刻意设计，而非实际失误所致）；30二是用于确定贫困人口的特定衡量标准。实施阶段的误差可能由以下原因所致：误判受益人的经济、社会状况，申请人缺乏要求递交的证明材料，瞄准机制实施效率低下。行政能力也很重要：在巴西，管理水平较高的城市里，Bolsa Família计划的覆盖率也相对较高（Portela Souza等，2013）。

评估瞄准绩效时另一项常用的方法是CGH指数，该项指数由Coady、Grosh和Hoddinott（2004）提出并以他们的名字首字母命名，用于将某项干预措施的实际瞄准结果与一般参考结果（如随机发放或全体发放补助得出的结果）相比较。该项指数具体构成是将位于最贫困百分位的人口得到的补助比例除以属于这一百分位的人口所占比例。迄今为止，CGH指数已 被应用于对48个国家的122个社会计划就瞄准进行一次最大规模的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处于中位数的计划与假设的随机发放形式相比，发放给贫困人口的资源要多25%。他们还发现，一些方法，如经济状况调查和代用经济状况调查，平均绩效更好，但同时也注意到得分较高的方法得出的分数差异也较大。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没有哪项瞄准方法绝对优于其他方法，同一种方法也可能在不同计划和不同国家中表现出不同绩效。

在实践中，采用多种瞄准方法相结合的办法能产生更好的效果，但有效实施是一个关键，取决于实施能力、问责制和不平等现象的严重程度，因为不平等现象越严重，就越容易确定哪些人是贫困、弱势人口，计划的瞄准结果通常更加精确（Coady、Grosh和Hoddinott，2004）。

虽然瞄准方法的优劣取决于上文提及的各项因素，但有些工具有助于改善瞄准效果。例如，巴西的Bolsa Família计划由于采用了一种家庭统一登记库（CadÚnico）的方法，成为拉丁美洲瞄准工作做得最成功的计划之一（插文14）（Lindert等，2007）。该登记库于2001年设立，适用于除社会保障计划之外的所有干预措施，共覆盖2300万个家庭（Del Grossi和Marques，2015；世界银行，2014）。由于这种家庭统一登记的办法起到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作用，它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极大兴趣，目前约有23个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设立社会登记库，另有10个国家正在计划设立这种登记库（世界银行，2014）。

统一登记库有助于让各国更有效地将各项计划整合起来。在巴西，CadÚnico统一登记库将10个不同计划整合在一起。在秘鲁，一个叫做Juntos的农村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采用统一登记库提供的数据和叫做Sistema de Focalización de Hogares的瞄准系统选定受益人。同样的数据和瞄准系统还被用于其他社会计划，如各种营养 计划 （Vaso de Leche、Comedores Populares、 Programa Integral de Nutrición）和免费医保计划（Seguro Integral de Salud）。此外，统一登记还能让政府在社会保护和农业等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建立起协同合作关系，此项话题将在第5章再次讨论。

采用瞄准指标是减贫的一项工具。但要想改进瞄准工作，就需要成本，这就意味着发放给贫困人口的资源会有所减少。因此，精准瞄准的计划与瞄准效果较差的计划相比，其减贫效果可能会被削弱。所以评价计划时，应该永远把重点放在计划的减贫效果上，而不是单纯放在瞄准绩效上（Ravallion，2009）。



补助的水平、时间安排和可预见性都很重要

社会援助能减轻贫困和饥饿，同时如果补助能缓解现金和信贷方面的困难，还会对生产产生影响，改善家庭管理风险的能力。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计划是那些既 能发放足额的补助，又能定期、按时发放的计划（独立评价组，2011；Barca等， 2015；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 Daidone等，2015）。

例如，在孟加拉国，“农村维护计划” 和“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都对女性赋 权和福祉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它们与“弱 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和“弱势群体发展 粮食安全计划”相比，补助额更高（几乎高 一倍）（Ahmed、Quisumbing等，2009） （有关这些计划的更多详情参见第2章和第3章）。同样，马拉维的“社会现金补助计划”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其补助额较大，平均相当于受益家庭（领取补助前）总支出的约30%（Boone等，2013）。而另一方面，莱索托“儿童补助金计划”发放的补助则由于数额较小，主要用于食物采购和子女教育，对生计策略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Pellerano等，2014）。

就补助额在受益家庭人均消费中所占比例，各项计划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根据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抵御力和公平指标分布图”（ASPIRE）相关数据得出的估计表明，用在受益人收入/消费中所占比例的方式表示，补助在东欧及中亚占比为53%，在拉丁美洲为27%，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发展中国家则不到10%（Fiszbein、Kanbur和Yemtsov，2013）。在拉丁美洲，补助计划的设计目的似乎是弥补平均“贫困差距”，尤其是大型补助计划。但Barrientos和Hinojosa-Valencia（2009）的结论是，补助侧重于提高受教育水平和增加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缩小贫困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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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计划往往将补助额与计划提出的某些目标联系起来。例如，赞比亚“儿童补助金项目”的目的是为家庭中每位成员每日至少提供一餐，而补助额也据此确定。其他计划则侧重于消除贫困差距，消除食物贫困差距，或按食物贫困线收入的一定百分比发放补助。由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多数国家计划都将粮食安全作为关键目标，食物贫困线或普通一餐饭所需成本就是用来确定补助额的最常用参考标准（Davis和Handa，2015）。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3个计划而言，补助水平占贫困人口人均收入的10-32%之间，其中8个计划介于15-28%之间（图14）。在赞比亚，“儿童补助金项目”发放的补助金相对金额几乎占人均收入的30%，而相比之下，加纳“生计赋权扶贫计划”早期的补助金额仅占人均收入不到10%（图14）。计划发放的补助金额越高，产生的影响就越大， 关键阈值似乎约为人均收入的20%。

对那些对不同家庭发放同等金额补助金的国家而言，人均补助额因家庭成员人数不同而存在差异。肯尼亚的补助额对中等规模家庭而言约为人均消费的14%，总体比例从大家庭的10%到小家庭的22%不等（Daidon等，2015）。肯尼亚的计划（“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和“饥饿安全网计划”）和赞比亚的计划（“儿童补助金项目”）都不考虑每家的儿童人数，因此，计划对小家庭产生的影响较大。如果不根据通货膨胀调整，补助的价值还可能随着时间推移逐渐下降：在肯尼亚（“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补助的实际价值在2007至2011年间因通货膨胀几乎下降了60%。

多数社会援助补助计划的设计目标都是支付最低标准食物消费，如果期望产生其他影响，就应该相应提高补助水平。现有数据表明，补助水平高低不一，但在很多最贫困国家，补助水平过低，远远不足以弥补贫困差距（Fiszbein、Kanbur和Yemtsov，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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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助的时间安排和可预见性也可能同样重要。如果受益家庭无法领到定期、可预见发放的补助金，而是领到不定期、一次性发放的补助金，他们的支出方式就会有所不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个现金补助计划因补助金发放出现拖延、不可靠现象，结果对计划的积极影响造成了破坏（Barca等，2015；Daidone等，2015）。如果补助金无法定期、按时发放，受益家庭就很难做出计划，使消费在一段时间内保持平稳，从而可持续改变饮食的数量和质量。这种情况可能就是导致加纳和莱索托的现金补助计划未能产生预期影响的原因（Handa等，2013；Pellerano等，2014）。较大数额的补助金会被作为积蓄或用来购置较贵重的物品（Haushofer和Shapiro，2013； Handa等，2013）。此外，补助金发放的定期性和可靠性能促使受益家庭放远眼光，使他们能更有效地管理风险和冲击，从而避免采用“消极”应对策略，如变卖家畜，让子女辍学。同时，受益家庭还能避免采取不愿承担风险的生产策略，而是相反地甘冒一定风险，选择收益率更高的作物和/或活动。定期、可靠的补助能提升信心、信誉度和规划能力，同时减少非正式保险机制面临的压力。它们还能帮助受益家庭参与社会关系网（Barca等，2015）。



家庭层面各项因素会影响计划产生的影响

瞄准标准与受益家庭的人口特征（如处于劳动年龄的成人）有着重要关联。这些反过来又能说明为什么各项计划会产生不同影响（Winters和Davis，2009； Daidone等，2015）。例如，加纳的“生计赋权扶贫计划”瞄准弱势人群和贫困人群，受益家庭中有较高比例的老人和大龄儿童，但处于劳动年龄的成人相对较少。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 和莱索托的 “儿童补助金计划”侧重儿童贫困，受益家庭中往往有孤儿和弱势儿童。另一方面，赞比亚的“儿童补助金项目”则瞄准有0-5岁儿童的家庭，因此这些家庭中有相对较多处于劳动年龄的成人。

这些人口差异还体现在计划对家庭层面产生的影响上。例如，劳动力较多的家庭能更好地利用现金开展短期和长期生产性投资。赞比亚发放的补助金额高于其他三项计划，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赞比亚在劳动力供给和分配方面出现了更明显的变化。（表2）。此外，赞比亚的受益人在农业投入物、农具、家畜拥有量和非农企业等方面也都有更明显的变化（Daidone等，2015）。下文将要提及的其它因素也在其中发挥着作用，但要明确每种因素具体产生了何种影响却不太可能。因此，表2仅供参考。

除劳动力以外，资产和资源的获取也能促进将现金补助用于生产性目的。能获得较多土地、农具和/或受教育机会的家庭似乎更可能将现金补助用于生产性目的，因而也更有可能取得进步。总体而言，如果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周转资金而不是土地短缺，那么现金补助就能有效促进生产。如果土地十分短缺，那么基本需求就往往成为主要重点，对农业投入物投资往往就不太可行（Barca等，2015）。



影响带有性别差异

计划会产生不同影响，其中一个原因是女性和男性利用补助的方式不同。31首先，很多社会保护计划都瞄准女性，因为大量研究表明，一旦给予女性对家庭支出的更大掌控权，就能提高家庭在食物、健康、教育、子女衣着和营养等方面的支出，同时还能改善人力资源（Holmes等，2014； 粮农组织，2011；Yoong、Rabinovich和Diepeveen，2012）。影响还会因子女的性别而异（Yoong、Rabinovich和Diepeveen，2012；Duflo，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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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多项研究表明，补助计划还会因性别而产生始料未及的影响。例如，男性和女性可能不会投资于同一种类的家畜：女性似乎偏好小型家畜，如山羊、绵羊、猪和家禽，而男性则偏好大型家畜，如牛、马和骆驼（Martínez，2004；粮农组织，2009； Tirivayi、Knowles和Davis，2013）。这种差异随后会反映在如何利用资产应对各类冲击上。例如，在孟加拉国，当家庭中有人患病时，人们会首先选择变卖女性的资产，而男性的资产通常会被用来支付婚礼费用和嫁妆（Quisumbing、Kumar和Behrman， 2011）。马拉维的“社会现金补助计划”对女户主家庭的家畜拥有量产生了更明显的影响，因为这些家庭的起点较低（Covarrubias、Davis和Winters，2012）。在所有地区，与男性相比，女性拥有的家畜数量大大少于男性（粮农组织，2009）。

最后，劳动力供给相关决策也因性别而异。例如，在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l中，补助金使女性更容易加入劳动力大军，尤其是哪些居住地点较远的女性（Asfaw等，2014）。由于女性在照料家人和烹煮食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额外收入可能还会使她们将劳动力转移到家务劳动上去，而不是离家在外工作。



计划设计很重要

不同计划还会因为采用不同工具而产生不同影响。例如，有条件补助计划与无条件补助计划相比，能对行为产生更大影响。在孟加拉国，“农村维护计划”带来的储蓄率最高（与“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和“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相比），因为该计划的条件之一是增加储蓄（Ahmed、 Quisumbing等，2009）。在布基纳法索，一些计划要求父母保证送5岁以下子女参加当地保健所每季度举办的儿童发育监测体检，结果发现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大 大增加了人们参加预防保健体检的次数，而无条件现金补助计划则未产生此类影响（Akresh、de Walque和Kazianga，2012）。

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无条件计划的实证表明，至少在受教育问题上，无条件计划产生的影响与世界各地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相比具有优势（肯尼亚“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评价组，2012；Baird等，201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多个计划中，信息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明确设置的条件，结果发现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 （见第27页插文6）。如果保健所或学校较远或根本不存在，那么设置的有关健康和教育的条件就会失去作用（Grosh等，2008； Handa和Davis，2006）。



市场也很重要

当地经济的性质也影响着现金补助计划对生产所产生影响的类型和程度。在农村，由于人口密度低、公共投资水平低、公共基础设施不足等原因，市场方面的局限可能尤为突出。

当市场相对发育良好时，现金补助对生计策略的影响往往更加明显（Barca等，2015）。市场条件的重要性通常与生产要素的供应情况有关。例如，肯尼亚的Owendo区与Kangundo区相比，开展家庭农业经济投资的现象更为普遍，原因是这里的土地、家畜和劳动力供应更为充足，而且经济作物甘蔗的种植较为普遍。而在Kangundo区，由于农业经济提供的经济机遇相对有限，现金补助主要被用来作为一种安全网机制。在加纳和肯尼亚，受益人是否有能力雇用外来劳动力从事农场劳动，是受益人能否参与新型经济活动的关键决定因素。在马拉维，居住在市场条件更为便利地区的现金补助受益人往往会投资创办小型企业，而居住在偏远地区的受益人则不会这么做（OPM，2014）。

同时，社会保护计划还对当地市场产生影响。这一影响在补助发放日附近一段时间显得尤为突出，但补助金额有限，不足以开辟新市场（Barca等，2015）。这一影响可能取决于受益人数量与市场规模之间的相对关系。



要 点


	精确瞄准是决定社会补助计划能否有效实现自身目标的关键因素，但必须认真权衡瞄准成本和发放的补助金额之间的关系。每种瞄准方法都有优缺点，没有任何一种绝对优于其他方法。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实施都是关键。多数计划选择多种方法相结合的办法，以充分利用每种方法的优势。

	补助的水平、时间安排和可预见性对于计划是否成功至关重要。补助金额必须足够高，才能使受益人能够按照计划目标增加消费和其它必需品开支。此外，为有效解决信贷和流动性难的问题以及帮助受益家庭管理风险，补助的发放必须做到定期、可靠。

	家庭特征，尤其是劳动力供给和受益人性别，都会影响到计划产生的影响。性别动态变化会影响补助的支出或投资方式以及资产和资源的管理方式。

	在计划设计中何时采用设置条件的方法或采用简单宣传的方法要取决于当地情况，但两种方法都能有效影响受益人行为。有些情况下，无条件计划无论有或没有附带宣传，也能和有条件计划一样对受益人行为产生类似的影响。




5. 社会保护和农业发展

前几章的实证有力证明，有必要为占世界贫困人口绝大多数且收入主要来自务农的农村家庭提供社会保护措施，尤其是补助。社会保护补助的受益人可能借此提高自己的生产率，同时他们购买食物和其他当地商品及服务时又会对整个当地经济起到刺激作用。然而，社会保护虽然对贫困、弱势人口而言十分重要，但却无法靠自己改变当地经济。它只能发挥一种辅助性作用。社会保护无法解决所有结构性障碍，也无法解决农村农户面临的市场和基础设施薄弱问题。为在农村发展和农业转型的背景下解决贫困和粮食不安全问题，社会保护和农业政策及干预需要并举。

本章将对一系列方案进行探讨，以实现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措施之间的相互结合和良好协调。这些方案包括从专门在设计时考虑将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措施相互整合的独立计划、部门性计划、社会保护计划或农业计划，到相互统一协调、力求最大限度发挥互补性、减少矛盾的部门干预措施（Gavrilovicdeng等，2015）。这些类型是灵活的，各种方法可通过各种方式相互结合，或先后排序。

单个、部门性、独立的计划能将社会保护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社会保护干预措施所设计的目标可能是改善受益人的农业生计。例如，肯尼亚的“饥饿安全网计划”充分考虑到半游牧的生计方式的需要，允许受益人在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领取现金补助。如第4章所述，即便只是改变社会保护干预措施的设计和实施，如现金补助的金额、时间安排和频率，也能加大其对农业的影响。从农业的角度看，可设计通过投入物补贴来帮助弱势小规模家庭农场 经营者更好地获得农业投入物。

社会保护和农业可以通过联合计划实现相互结合，使两类干预措施都能对特定目标人群产生影响。社会保护计划还能与辅助性农业一揽子计划相互捆绑，如埃塞俄比亚的公共建设项目“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和“其它粮食安全计划”/“家庭资产创建计划”，或像莱索托将“儿童补助金计划”和家庭菜园计划相互结合。社会保护计划还可与金融措施结合，帮助受益家庭积累储蓄和资产，如卢旺达的“展望2020年计划”。社会保护和农业还可以通过综合计划相互结合，如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的脱贫模式，该模式将一次性生产性资产、现金或食物补助、储蓄、培训、医疗和社会融入等措施结合到一个一揽子计划中。干预措施还可先后排列或分层排列，随着受益家庭的生活逐渐改善，他们可得到更多辅助性农业干预措施，帮助他们扩大自己的农业生产和创收活动。

各项计划相互结合还有助于在社会保护和农业发展之间实现协同合作。由于农业和社会保护之间的联系出现在不同层面（家庭和当地社区/区域经济），因此有大量机会去寻求不同措施之间的相互促进，即便这些措施可能不在同一地点或瞄准的不是同一人群。例如，机构采购计划（IPP）等农业干预措施可直接瞄准正在实施学校供餐计划等社会保护计划的同一地区中具有生产潜力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在正在实施独立计划的地方，面临的挑战是扩大单个计划之间的协同合作和它们的覆盖面。例如，可将一系列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措施协调在一起，来满足贫困人口中特定群体的需求。

本章将在以下各节侧重详细讨论较常用的相关方法、问题和实证，以便了解社会保护与农业之间的相关性。具体内容包括对一系列联合计划开展评价，就两项主要农业政策（投入物补贴和信贷）和如何加强它们与社会保护的联系开展讨论，对机构采购计划开展评价。最后一节将讨论在社会保护与农业之间建立更密切关系时所涉及的主要操作性问题，即瞄准。



将各种干预措施整合成联合计划

有关联合计划所产生影响的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明，将各种干预措施整合在一起能带来好处。在埃塞俄比亚，仅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一个计划中受益的家庭没有购买农业投入物，开展的农业投资十分有限（Hoddinott等，2012）。但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和其他辅助性农业支持一揽子计划（“其它粮食安全计划”/“家庭资产创建计划”）中同时受益的家庭就更有可能实现粮食安全，贷款用于生产性目的，采用改良农业技术，经营自有非农创收活动（Gilligan、Hoddinott和Taffesse，2008；Berhane等，2014）。这种互补性是双向的，因为当“其它粮食安全计划”/“家庭资产创建计划”采取的增产措施与“生产性安全网计划”发放的补助结合在一起时，就能变得更加有效（Hoddinott等，2012）。

对孟加拉国四项社会援助计划（“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弱势群体发展粮食安全计划”、“以资产创建换粮食项目”和“农村维护计划”，另见第2章和第3章）进行比较后的结果表明，在实物和现金补助的基础上采取辅助性干预措施能产生积极效果。例如，与其他计划相比， “弱势群体发展创收计划”中包含的小额信贷对家畜和家禽类资产产生了更大影响。四项计划均就创收活动、生活技能、基本识字计算能力以及对社会、法律、健康和营养问题的认识等方面提供了培训。创收培训取得了良好效果，因为大多数计划参与者称自己在培训后开始从事创收活动（Ahmed、Quisumbing等，2009）。

在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的“挑战减贫极限—瞄准超级贫困人口计划”是将多项干预措施纳入一个社会保护计划的另一个范例，其最终目标是帮助最贫困人口脱贫，提高他们在小额信贷计划中的参与度。对该计划第一期和第二期开展的影响评价发现，计划增加了人们的农业资产拥有量，实现自我就业、储蓄、土地获取、粮食安全、收入和减贫（Rabbani、Prakash和Sulaiman，2006；Das和Shams，2011）。计划中各单项干预措施的影响很难单独评价，但现有实证表明，综合性计划，即综合一系列干预措施的计划，包括有条件或无条件现金补助、免费赠送资产用于创收、技能培训、社区投资、社会发展和动员当地精英、健康和营养方面的支持等，能有效促进实现可持续提高福利水平这一更加宏伟的目标（Ahmed、Rabbani等，2009；Sabates-Wheeler和Devereux，2014）。32促使计划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包括在初期发放生活津贴（目的是在资产无法立即带来收入时帮助人们度过难关），将资产发放和指定的创收活动联系起来，提供技能培训（Sabates-Wheeler和Devereux，2011）。

在秘鲁，社会现金补助计划Juntos的受益人还从农村发展计划Haku Wiñay中 得了支持，目标是通过改进生产系统、改善卫生设施条件、支持农村企业和提供金融知识教育等辅助性措施来提高极端贫困农民的生产和创收能力。为鼓励各家庭采纳简单、低成本技术，如喷灌系统、室外园艺生产、混合草地种植、农林兼作、有机肥料生产、豚鼠和母鸡饲养等，Haku Wiñay计划为Juntos计划的受益人提供了生产性资产、技术援助和培训。33一项影响评价的初步结果表明，和非受益家庭相比，两年后，受益家庭从作物和家畜生产和农业加工活动中获得的收入增长更为迅速（Escobal和Ponce，2015）。



辅助性干预措施对有效解决营养不良十分重要

要提高营养成效，需要采取复杂、多方面的较直接措施，包括安全、多样化、营养食物的充足供应和获取、洁净水、卫生设施和医疗服务的获取以及合理的儿童喂养和成人饮食结构。而要提高营养成效的最根本措施则更为复杂，包括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物质环境。社会援助是提高贫困人口营养状况的一项重要工具，但仅靠它无法可持续消除贫困和营养不良，还需要在整个农业及粮食系统中、公共卫生和教育领域以及整体政策范畴内采取更多综合性行动和辅助性干预措施（插文15）（OPM，2013a）。

提高微量元素可供量是一项特殊挑战。小型家庭菜园种植项目能促进家庭的水果蔬菜消费量，是一种适合贫困家庭的方法，可以成为社会援助计划的配套措施。家庭菜园种植已十分普遍，它无需太大空间，且在多数地点都可实施，虽然水和劳动力方面的局限可能带来挑战，应该在项目设计过程中认真考虑（粮农组织，2013a）。一项成功得到推广的家庭菜园干预措施是由海伦凯勒国际在近20年前引入到孟加拉国的“家庭粮食生产项目”。项目最初侧重于通过推广家庭菜园来改善人们的微量元素摄入情况，随后项目范围不断扩大，新增了小型家畜饲料和营养教育等内容（Iannotti、Cunningham和Ruel，2009）。在莱索托，人们将一个菜园试点项目和政府的“儿童补助金计划”结合在一起。这两项计划结合后，与单靠 “钥匙孔菜园”本身相比，对劳动力短缺家庭的粮食安全产生了更好的效果（Dewbre等，2015）。34

在一些社区，加强畜牧生产对加强微量元素的摄入产生了更有效的影响。例如，在埃塞俄比亚，“非洲奶山羊发展项目”以山羊养殖在一些社区混合农业系统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作为基础，成功地改善了项目参与者的营养状况和家庭福利（Ayele和Peacock，2003）。同样在埃塞俄比亚，由救助儿童会实施的“牛奶很重要”项目对牧民的畜牧生产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改善了儿童的营养状况（Sadler等，2012）。

Sumberg和Lankoandé（2013）对几项“小母牛信托”（又称“家畜实物信贷”）项目开展了研究。35其研究结论是，虽然这些项目并未采用社会保护一词，但创建资产、改善营养和提高收入的项目目标和 指定的目标人群都与社会保护计划有着密切关联。但他们还提醒道，项目成效取决于一系列条件，且最贫困人口也不太可能有能力应对与家畜资产相关的要求与风险。最近研究人员对国际小母牛组织在卢旺达的奶牛及肉山羊捐赠计划所产生的影响开展了评价，结果发现计划大幅增加了卢旺达领取了一头奶牛或一头肉山羊的家庭的奶类和肉类消费量（Rawlins等，2014）。研究人员还指出，计划并未包含最贫困人口（或最富裕人口），虽然在选定受益人的过程中的确进行了一项需求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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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因素都会影响家庭粮食生产策略的有效性及其对营养状况产生的影响（Girard等，2012）。当传染病多发时，如果不采取其他干预措施，生产策略产生的影响会变得十分有限。总之，目前相对稀少的实证表明，生产策略如果带有明确的营养目标并包含营养教育和性别方面的考虑，就能促进富含微量元素食品的摄入。

将营养教育纳入计划十分重要，它能强化社会援助计划、家庭菜园项目和其他 农业干预措施对营养成果产生的影响。营养教育往往被宽泛地界定为包含一系列 信息宣传相关的干预措施、用于提高消费 者对良好营养的认识的整体性计划。其终极目标是改变行为，促使个人选择更富含 营养的饮食结构和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此类计划可能包括营养培训、公共宣传和对 广告及标签的监管等内容。教育如果能和 帮助人们获得更多样化、更富含营养食物 的其它干预措施结合在一起，就能发挥更 有效的作用。营养教育，包括一般性教育 和专门性营养教育，都有助于改善营养 （粮农组织，2013a）。在下文各节，我们 将就两项主要农业政策—投入物补贴和 信贷以及如何加强它们与社会保护的联 系展开讨论。



社会保护与农业投入物补贴

投入物补贴在20世纪60和70年代曾是粮食安全议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但随后普遍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市场化解决方案来解决农村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然而，当粮食不安全局势加剧后，投入物补贴，尤其是肥料补贴，又重新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受到广泛欢迎，尤其是在粮价和化肥价格在2006年后出现大幅上涨之后。目前，投入物补贴是最受欢迎的生产扶持措施，虽然它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规模通常较小且属临时性措施（表3）（Demeke等，2014）。投入物补贴通常由农业部负责实施，但往往被视为社会保护政策和农业政策的一部分，因为其目标对象是低收入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和/或因为其目标是改善家庭粮食安全和减贫。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这一政策在2006年于尼日利亚阿布贾召开首次非洲化肥峰会后就不断加快发展势头，峰会呼吁非洲联盟成员国通过提供有针对性的补贴，帮助农民购买化肥，特别是贫困农民（Druilhe和Barreiro-Hurlé，2012）。 肥料补贴也很具吸引力，因为它能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提高粮食产量，而且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其他地区相比，每公顷肥料用量很低。例如，亚洲的平均肥料用量为150公斤/公顷，而撒哈拉以南非洲仅为7公斤/公顷（Druilhe和Barreiro-Hurlé，2012）。


被研究次数最多的计划之一是马拉维的“农业投入物补贴计划”（FISP）。该计划在2004/05年严重旱灾和长时间粮食短缺之后，于2005/06年启动，目标是通过提高产量和降低或稳定粮价来加强家庭粮食安全。计划共覆盖了170多万个家庭，占家庭总数的一半以上，占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的60%以上，2011/12年利用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约3%的资金为农民提供有补贴的玉米种子及化肥（Chirwa和Dorward，2013）。

计划在家庭、市场和整体经济层面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插文16）。研究发现，计划在提高农村市场的玉米可供量、降低玉米价格以及提高农业劳动者（被称为ganyu的零工）薪酬方面均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马拉维的玉米产量从2004年的120万吨增至2013年的360万吨，从2005年起年年超额完成国家计划（粮农组织，2015a）。36提高产量、降低玉米价格 和提高收入三者结合在一起，对面临粮食不安全的农村家庭起到了减贫作用。从该计划领到代金券的家庭声称自己的玉米产量“充足”的比例比其他家庭高22%、三分之二的家庭报告称，补贴计划使家庭和社区层面的粮食安全状况得到了改善（Chirwa和Dorward，2013）。该计划在提高产量方面取得的成功促使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采取了类似的计划。总体而言，这些计划均成功地起到了提高农产品单产和总产的作用，虽然由于缺乏影响评价，计划对家庭粮食安全的影响常常并不清楚（Druilhe和Barreiro-Hurlé，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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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投入物补贴计划能通过增加主粮可供量、降低其价格来促进粮食安全，就能给贫困人口带来惠益，同时与社会保护政策及计划的项目目标保持一致，并为之做出贡献。但通常情况下，此类计划既不瞄准贫困人口，也未真正惠及贫困人口（表4）。例如，在赞比亚，73%的小型家庭农场耕种的土地不足2公顷，78%的小型家庭农场面临极端贫困。但55%的投入物补贴落到了仅占家庭农场总数23%、耕种面积超过2公顷的家庭身上（Mason、Jayne和Mofya-Mukuka，2013）。此外，马拉维计划的瞄准对象是拥有一些土地和耕种能力的贫困农民，而不一定是最贫困的农民（Kilic、Whitney和Winters，2015）。

肥料补贴计划占用了政府农业预算中的一大部分：例如，布基纳法索、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马拉维、马里、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和赞比亚2011年花在农业上的公共支出为10亿美元，占公共总支出的28.6%（Jayne和Rashid，2013）。37要想将这些独立的单项 投入物计划与社会保护联系起来，其中一个做法可能是让计划更好地瞄准最贫困家庭，例如，根据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特定需求，改进瞄准方法和/或调整投入物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和类型。要瞄准最贫困人口，最佳方式是根据他们的需求设计投入物一揽子计划。例如，在赞比亚， “粮食安全包计划”的对象是耕地面积不足0.5公顷的家庭，发放的投入物包中包括0.25公顷谷物、0.25公顷木薯和0.25公顷豆类所需的投入物。在最初两年里，这些投入物为免费发放，随后农民需用实物偿还总价值的一半。该计划规模相对较小，得到的资金仅占“农业投入物补贴计划”总拨款的5%（Burke、Jayne和Sitko，2012）。另一个方案是将其与社会现金补助计划结合起来，这样社会现金补助计划发放给最贫困受益人的资金就可以被用来偿还投入物的 “无补贴”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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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信贷

信贷难是农业投资面临的主要障碍。农业得到的信贷相对较少，很多农业生产者都面临信贷难问题。农村家庭很难获得正式信贷。例如，Adesina（2010） 发现，在东非和西非，商业信贷中仅有约3%发放给农业，尽管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50-70%。同样，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秘鲁，40%的农业生产者面临信贷难问题（世界银行，2007）。 Zezza等（2007）发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10个国家中，利用信贷（包括从家庭成员和亲戚那里借款）的农户比例不足40%，在多数国家，利用信贷的农户比例不超过十分之一。造成这种情况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非正式信贷的成本往往极高（Banerjee和Duflo，2007）。在很多国家，通过特别计划、信贷保障计划和专业银行来解决信贷市场失灵问题是当务之急。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几乎所有国家和非洲大多数国家都正在采取措施推动农业信贷（表5）。

在巴西，政府近年来一直十分重视为家庭农业提供扶持。为此，2003年国家启动了“加强家庭农业国家计划”（Pronaf），其中包含了为农村生产性活动提供信贷的内容。近年来，这一计划已发放了约200万笔贷款，尤其是在农村贫困相对集中的地区，总价值约100亿美元。目前，计划发放年息为2%的贴息贷款，用于扶持家庭农场，且信贷还上了保险（插文17）（Del Grossi和Marques，2015）。

“加强家庭农业国家计划”（Pronaf）还为年均毛收入低于2万雷亚尔（约8800美元）的较贫困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小额信贷在巴西东北部较为普遍，因为巴西东北部银行在那里推出了叫做Agroamigo的信贷产品，指定一名顾问为农民直接提供监测服务，顾问还会帮助农民起草投资计划。2013年，Agroamigo小额信贷在“加强家庭农业国家计划”总贷款额中占比超过20%。

然而，直接将（小额）信贷瞄准最贫困人口的做法被证明存在难度。实际上，世界上大约1.5亿个小额信贷客户中，大多数生活水平刚刚低于或（更多时候）刚刚高于贫困线（Hashemi和de Montesquiou，2011）。换句话说，他们并非最贫困人口。其中的原因是最贫困家庭往往缺乏资产和技能，无法充分利用信贷，还可能无力偿还哪怕是极小数额的贷款。此外，虽然小额信贷已被证明在孟加拉国起到了提高家庭生活水平的作用（Khandker和Samad，2014），但情况并非永远如此。最近开展的六项研究通过实证发现，小额信贷对粮食消费的影响并不一致（多数情况下无影响）。此外，这些研究未发现有任何明确证据证明，从家庭总收入看，小额信贷能减贫或提高生活水平（Banerjee、Karlan和Zinman，2015）。

但是，现金补助计划相关实证也表明，即便能够获得信贷，很多受益人仍希望减少自身负债而不是获得更多贷款（Barca等，2015）。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明，从消费、健康、教育和妇女赋权等方面看，光靠小额信贷本身是不足以帮助贫困家庭实现脱贫或提高生活水平的（Banerjee、Karlan和Zinman，2015）。对最贫困人口而言，小额信贷必须作为一揽子干预计划的一部分，或作为包含社会援助的联合计划的一部分（Barrientos，2012）。例如，在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的“挑战减贫极限 — 瞄准超级贫困人口计划”就包含了多种干预措施，其中包括信贷和现金补助，目的是通过将小额信贷计划整合起来，最终帮助最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另见第2章第34页）。



机构采购计划

市场不足是农业增长和农村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障碍。要解决这一问题，其中一项创新型做法就是将社会保护计划与农业目标结合起来，通过社会保护计划为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开辟市场。所谓的“机构采购计划”专门采购当地生产的产品，采取直接从农民或贸易商手中采购 产品的方式，将其用于各类社会援助计划，如学校供餐、粮食储备、医院或通过慈善组织分发。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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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采购政策通过为小规模家庭农 场生产的农产品开辟市场，起到促进农村发展的作用。然而，将社会援助与机构采购相结合的干预措施通常也会注重为面临资源短缺问题的贫困农民提供支持。其终极目标是提高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的农业产量，提高农民和推广工作者在粮食生产与营销方面的技能和知识，将小规模生产者组织与当地市场联系起来。

当地产食物学校供餐计划

机构采购计划的其中一种方式是采购本地产品用于学校供餐，常被称为“当地产食物学校供餐计划”。39其目的是为儿童提供食物，提高入学率，但其中也会包括健康计划，如驱虫、免疫和牙齿保健。一些计划还会增加其它举措，如教师培训、社区花园、为家长提供营养信息。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各种委员会、家长协会和学校董事会提高社区参与度。

在一些低收入国家，“当地产食物学校供餐计划”被视为有益于促进农村发展和提供社会安全网的一项战略。它能通过为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的个人提供粮食，帮助减轻饥饿和营养不良。此外，它还有助于帮助各家各户避免采取破坏性的应对策略，如变卖生产性资产，或送子女去劳动以赚钱购买粮食。另外，当作为农民的非受益人为此类计划供应产品时，也能从中获益。设计合理的计划还有助于消除教育领域的性别差距，尤其是在受教育机会上存在巨大性别差异的农村地区（Gelli、Neeser和Drake，2010）。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实施了一项“当地产食物学校供餐计划”，从当地生产者手中采购木薯、香蕉和大米，为贫困社区带来了惠益（另见插文18）（Studdert等，2004）。计划的突出贡献在于带来了收入方面的惠益，不仅针对那些有学童的家庭，还包括为计划供应产品的农民和负责烹煮食物的妇女。儿童的教育和营养水平也得到了提高，有益于长期人力资源开发。

“当地产食物学校供餐计划”已被纳入“非洲农业发展综合计划”（CAADP）和 “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NEPAD），以减缓粮食不安全，使弱势人群从农业增长中获得机遇。目前，此类计划正在至少20个非洲国家实施，有时以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采购促发展”计划（P4P）为基础开展实施（见下文）。

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采购促发展计划”

粮食计划署是粮食采购大户：2013年，该组织共采购价值11.6亿美元的主粮，其中80%由发展中国家贸易商供货。为充分利用这种从当地和本区域采购的方式来提高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能力，粮食计划署启动了“采购促发展计划”（P4P）。从2008年起，粮食计划署在非洲、亚洲和中美洲20个国家中开始实施这一为期五年的计划。40粮食计划署通过这一试点，对从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手中采购主粮的各种不同方式进行了测试，以便寻求能通过加强正式市场准入来可持续促进小规模家庭农场发展的模式。“采购促发展计划”模式涉及持续提高对优质粮食的需求，有目标地加强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的能力（通常通过生产者组织实现这一目的），为各主要供应链服务供应商之间实现协调和联合提供支持（另见插文19）。

在五年的试点期内，粮食计划署成功地从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手中采购了36.7万吨粮食，直接将超过1.48亿美元的资金交到农民及其家人手中（年均3000万美元）。此外，原本未从事直接集体销售的生产者组织又向除世界粮食计划署以外的买家销售了价值6000万美元的优质粮食。在整个试点过程中，粮食计划署共建立了500多项伙伴关系，其中半数以上通过正 式协议建立。除政府部委和机构外，粮食计划署的合作伙伴还包括国际、当地非政府组织、伞形生产者组织、联合国机构、投入物供应商、农产品收购商、加工商、金融服务供应商、研究机构、双边发展伙伴和区域实体等（粮食计划署，2014）。

巴西经验：将家庭农业和机构市场联系起来

巴西是首个制定了机构粮食采购计划的国家，将保障从小规模生产者手里采购产品与粮食安全战略相互结合起来。被称为“粮食采购计划”（PAA）的该项计划以 及“全国学校供餐计划”（PNAE）是巴西最重要的两项机构采购计划。41 “粮食采购计划”通过多种方式运作，其中包括支持创建储备，对牛奶生产和消费提供奖励，开展机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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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采购计划”于2003年作为“零饥饿计划”的一部分启动，目标是扶持家庭农场经营者开展生产，打入市场，销售粮食用于确保粮食安全和营养，并创建战略储备。“粮食采购计划”和“全国学校供全国学校供餐计划”都对从个人或农民团体手中采购产品设定了最高限额，但后者设定的限额较高，因为为学校供货时涉及的数量通常较大。为确保最贫困人口能从“粮食采购计划”中获益，在“统一登记库”中登记、参加Bolsa Família计划的家庭农场经营者可享受优先。该计划迅速从2003年总预算5020万美元、覆盖4.15万家庭农场经营者扩大到2012年总预算4.103亿美元、覆盖18.55万家庭农场经营者（Del Grossi和Marques，2015）。经过十年的运行， “粮食采购计划”已从20万个家庭农场采购了超过300万吨粮食，但仅占巴西国内生产总值的0.0004%（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和粮食计划署，2013）

要参加“粮食采购计划”，农民必须持有一份有效的“加强家庭农业国家计划资格证明书”（DAP），以确保只有家庭农场经营者才能参与（插文21）。通过这份证明书，农民被分成贫困农民和弱势农民，以确定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法律规定，他们应成为“粮食采购计划”的优先参与者。

有人担心，在“粮食采购计划”初期，家庭农场可能无法对政府的刺激措施做出应对。为此，政府通过一系列计划帮助家庭农场经营者提高商业化程度，这些计划包括促进人们获得农村信贷、保险、技术援助及推广、性别平等的行动以及一个运输运输、能源和卫生设施投资计划（另见插文22）（Del Grossi和Marques，2015）。

[image: image]

针对巴西的各项机构采购计划尚未开展过任何全国性影响评价。至今为止，评价都采用定性案例研究和覆盖1至5个市的小型普查来完成（国际包容性增长政策中心和粮食计划署，2013）。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粮食采购计划”最常见的影响，如确定家庭农场生产的多样化程度和增产情况、收入增长情况和集体组织的加强和发展情况。

Doretto和Michellon（2007）对“粮食采购计划”的受益人和非受益人进行了调查，以研究采购对巴拉那州三个市家庭农场收入的影响。调查结果显示，获得家庭农场信贷的计划参与者收入增加了25.2%，未获得信贷的参与者收入增加了43%（Doretto和Michellon，2007）。另外，样本中三分之一的受益人扩大了自己的种植面积，而三分之二改进了自己的作物生产技术。收入的增加、种植面积的扩大以及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得到更合理分配，使家庭成员能从事非农活动，实现收入多元化。在作为样本的其中两个市中，三分之一的参与者称从非农活动中获取收入。

“粮食采购计划”鼓励人们实现多样化生产，从而为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商业化机遇（Vogt和Souza，2009）。南里奥格兰德州Celeiro地区的案例研究重点关注两个市，研究注意到，该计划成功地在当地市场中添加了社会内容及结构，并为资源贫乏的农民增加了商业化渠道。通过保障市场准入和价格，该计划对参与家庭扩大生产发挥了关键作用（Vogt和Souza， 2009）。

通过 “粮食采购计划” 进行采购的做法在家庭农场、中间商、地方官员和消费者之间建立了新的联系，对当地粮食系统带来了改变。巴西东北部计划参与者的收 入要比非参与者高三倍（Sparovek等，2007）。其中的原因不仅在于参与者将产品出售给“粮食采购计划”获得的收入更高，还在于非参与者往往都是自给自足型生产者。新推出的“无饥饿巴西”战略旨在扩大“加强家庭农业国家计划资格证明书”（DAP）的登记规模，覆盖约20万名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家庭农场经营者。这些农民绝大多数生活在巴西贫困发生率最高的东北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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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保罗州的Campina do Monte Alegre，“粮食采购计划”的采购价比其他中间商的平均采购价要45.9%（Agapto等，2012）。Lucena和Luiz（2009）发现，对北里奥格兰德州7个参与者样本而言，高采购价使其收入平均提高了43%。这一价差提高了农民生产高价值蔬菜及其它粮食作物的积极性（Agapto等，2012）。

非洲采购促发展计划

“非洲采购促发展计划”（PAA Africa）以巴西的“粮食采购计划”为基础调整而来，在埃塞俄比亚、马拉维、莫桑比克、尼日尔和塞内加尔5个非洲国家从家庭农场经营者手中采购产品。42计划将鼓励家庭农场经营者扩大生产和为弱势群体提供粮食援助和社会保护相互结合起来。该计划于2012年启动，在两年时间里，共为5千多名家庭农场经营者提供了支持，其中多数为生产者组织成员，同时计划还为12.8万学童提供了利用当地采购食品制作的学校供餐。在尼日尔，“非洲采购促发展计划”是“3N举措”的一部分，通过当地采购建立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用于危机预防和管理目的。农民们领取农业投入物，接受培训，从而大幅提高了生产率。例如，在埃塞俄比亚，向计划出售红 扁豆的农民生产率提高了50%，而在塞内加尔，稻农的生产率提高了300%以上（发展采购促发展计划，2014）。机构采购量约为参与计划的农民平均产量的37%。



让各部门联合起来：至关重要的瞄准问题

让不同部门联合起来时，面临的一个根本性操作问题就是干预措施的瞄准问题。一些国家一直倾向于为公平起见，应避免让社会保护计划和农业投入物补贴计划瞄准同一个受益家庭，而另一些国家则侧重在不同计划之间努力实现协同合作。无论其目的是否允许计划之间出现重叠，同时实施多个计划面临的重要挑战就是如何选定目标家庭（另见插文23）。多个国家的经验表明，统一登记库（如巴西的CadÚnico和秘鲁的Padrón General de Hogares）或统一瞄准系统（如智利的Ficha de Protección Social或秘鲁的Sistema de Focalización de Hogares），是在多个计划目标和目标人群相互重叠时可以采用的有效工具。

秘鲁的案例是刻意在不同政策领域内部和不同政策领域之间建立协同合作关系的明确典范。秘鲁农村实施的Juntos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采用统一家庭登记库Padrón General de Hogares提供的数据以及瞄准系统Sistema de Focalización de Hogares来选定受益人。同样的数据和瞄准系统还用在其他社会计划中（如营养计划Vaso de Leche、Comedores Populares和Programa Integral de Nutrición以及免费医疗保险计划Seguro Integral de Salud）。此外，秘鲁政府还试图通过在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措施之间 建立协同合作，从而加强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联系。一个突出范例是旨在提高极端贫困农民的生产和创收能力的Haku Wiñay农村发展计划，该计划把各村有多少比例的居民为Juntos计划受益人作为瞄准依据。秘鲁的案例表明，当农业计划将目标定为贫困人口时，计划的目标人群可能与社会保护计划的目标人群重叠（秘鲁政府发展与社会包容部，2012）。秘鲁的瞄准系统带来的协调合作使得瞄准战略的实施变得更具成本效益，同时有助于对社会保护和农业计划的覆盖情况更好地开展监测（Cirillo、Gyorgi和Soares，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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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点


	要更有效地协调社会保护和农业干预措施，有大量方案可供选择。这些方案包括从独立计划、部门性计划、社会保护计划或农业计划，到将社会保护和农业综合在一起的计划，再到力求最大限度发挥互补性的部门干预措施。

	将社会保护与农业干预结合起来有助于更有效解决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面临的多重困难。

	社会保护能对农业政策起到补充作用，如投入物补贴和信贷，为贫困的小规模家庭农场经营者带去更直接的惠益，同时促进制定更具加协调一致的农村发展战略。同时还需要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以便充分利用农业投入物和信贷。

	机构采购计划是将社会保护计划和农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的一种创新型方法，利用这些计划创造的需求为家庭农场开辟市场。

	瞄准有助于加强社会保护和农业之间的关联。要为目标不同的多个计 划精准选定受益人，我们需要合理的瞄准工具和设计。




6 结论：充分利用社会保护与农业政策之间的协同合作，打破农村贫困恶性循环

贫困和营养不良在世界很多地方依然高发，以务农为生的农村人口发现自己要想打破贫困的恶性循环极具难度。将社会保护措施与瞄准农村贫困人口的农业政策相结合可以成为一种变革性举措。虽然社会保护计划近年一直在不断增加，而且其中一些计划已做出特殊努力，采用辅助性干预措施惠及农户，但要做的工作仍然很多。

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农村，并直接或间接依赖农业获得大部分收入和保障自身粮食安全。从长远看，经济增长是贫困人口发展可持续生计活动、实现永久脱贫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农业增长尤其能够在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减轻贫困方面发挥巨大作用。

但这只是长远前景。贫困人口需要眼前的帮助来避免贫困和饥饿，而贫困和饥饿会对个人及家庭目前和未来的生产能力造成巨大破坏。社会保护还在农业结构性转型这一长远背景下发挥着重要作用，它能降低农民在适应变革过程中面临的成本，使农户能实现除农业以外的多元化生产，从而使这一进程更具包容性，减少可能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以上基本原则过去和现在都是发展中国家（主要为巴西、埃塞俄比亚、印度、墨西哥和南非）著名大型社会保护计划的主要驱动因素，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此类计划在抗击贫困、饥饿和社会、经济、政治不平等现象的过程中所体现的价值和发挥的作用。

“社会保护最低标准”（SPF）举措 （插文24）就是一个实例，证明人们已重拾有关该话题的兴趣，该举措由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委员会于2009年启动，并于2010年9月在联合国大会千年发展目标峰会上得以通过。43

对社会保护计划最有力的支持可能要算旨在减轻贫困而饥饿的此类计划数量在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增长。2014年，至少145个国家实施一种以上类型的社会援助，其社会保护类型通常侧重于最贫困和最弱势群体。在发展中国家，此类计划至少覆盖15亿贫困、弱势人口，其中三分之一为极端贫困人口。然而，很多最贫困人口仍未得到覆盖，主要原因是很多贫困国家的社会援助计划覆盖面依然有限。

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要想为此类计划提供资金，需要做出艰难的支出决策。从短期和中期看，捐赠方的支持对一些国家而言必不可少，但如果要想让社会援助计划实现政治和资金上的长期可持续性，本国资源就十分重要。要想在国内筹措资金，就必须开展政策对话，力求就本国的社会援助性质、规模和供资方式达成全社会共识。



社会保护计划能有效减轻贫困和饥饿

目前，大量实证证明，社会保护计划能有效减轻贫困和饥饿。2013年，社会保护使1.5亿人摆脱极端贫困。社会保护往往能通过提高各家各户自身的产量，从而增加食物消费量并提高食物多样化程度。如果计划注重性别或以妇女为瞄准对象，它们就有助于加强妇幼福利。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妇幼营养不良会导致贫困问题世代相传。

食物消费量的增加与膳食多样化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会自动起到改善营养的效果。营养状况还取决于一系列其他因素，包括洁净水的获取、卫生设施和医疗、儿童合理喂养和成人膳食结构等。因此，要想通过社会保护计划来改善营养成效，就必须将社会保护与辅助性干预相互结合。各类农业干预措施，如家庭菜园和小型家畜饲养等，也能起到改善营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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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护能促进对生产活动的投资

发展中国家多数农村贫困家庭依然以务农为生，尤其是自给自足型农业生产。很多农民生活在（农业投入及产出、劳动力和其它商品及服务）市场缺失或运作不良的地方。天气不确定性，尤其在气候变化加剧和低费率保险缺乏的情况下，已成为以务农为生的家庭容易陷入贫困的主要原因。

由于重点是追求生存，脆弱的务农家庭缺乏长远目光。因此，他们极易采用低风险、低收益的农业生产策略和其他创收策略，可能会试图在零工市场上寻求流动性或其他收入来源。同样，他们还可能缺乏对子女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并采用消极风险应对策略，如面临困难时变卖资产，减少食物消费量和降低食物质量，乞讨或让子女辍学。

本报告认为，社会保护能对贫困家庭的投资决策产生积极影响。它能帮助贫困家庭管理风险。按事先确定的间隔定期提供社会保护，能提高务农家庭的可预见性和安全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保险，提供重要的流动性来源。社会保护能帮助各家各户恢复或加强自身在非正式社会关系网中的参与度，实现风险分摊和礼尚往来。虽然此类社会保护有效性有限，但往往能在面临冲击时，为人们提供及时帮助。因此，社会保护能有助于缓解流动性、信贷和/或积蓄方面的困难。

本报告中介绍的大量实证表明，社会援助计划不仅能在面临冲击时，起到防止各家各户进一步陷入贫困和饥饿的作用，同时还能通过帮助贫困人口克服流动性和信贷难问题和更有效管理风险，从而促使他们对生产活动进行投资并逐步积累资产和资源。实证表明，社会保护能促进 人们加大对儿童教育和健康的投资，减少童工现象，从而对未来的生产力和就业能力产生积极影响。如果能够得到良好实施，社会保护还能推动对农业生产活动和非农企业的投资。即便是相对小额的资金补助也能帮助贫困人口解决流动性和信贷难问题，并提供风险防范手段，避免人们因惧怕风险而回避从事高收益活动。实证清楚地表明，补助还有助于促进包容性，因为它能推动贫困家庭参与各类社会关系网并在其中发挥作用，而这些网络能帮助各家各户应对风险，并在社区社会架构中发挥支持性作用。



社会保护不会减少劳动总量

尽管有人担心社会保护措施可能降低受益人的劳动积极性，但实证表明情况并非如此。相反，很多受益人会将原本用于无奈之下在农业领域打零工赚取报酬的时间用于从事自有农地劳动或非农就业。考虑到农业和非农生产活动同时增加，社会保护就起到了加强生计的作用，而不是助长依赖性。



社会保护会对当地社区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公共建设项目如能合理设计与实施，就能创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区资产，为当地经济做出直接贡献。此外，社会保护计划带来的收入增加还能扩大对当地产商品及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当地经济增长进入良性循环。可能有必要通过辅助性计划来减少供应量方面的障碍，从而防止出现物价大幅上涨，提高计划对实际收入和产量所产生的影响。



计划的设计和实施以及家庭特征决定着计划产生的影响

虽然瞄准是减轻贫困和不平等的有效工具，但高效的实施才是关键，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机构能力。统一登记有助于改进瞄准效果，降低成本，促进多个计划之间的协调。补助的水平、时间安排和可预见性对于计划的成功十分重要；补助必须达到一定金额，以实现计划目标，同时确保定期、可靠发放。性别、家庭特征和当地经济的性质也会造成计划影响存在差异。必须开展有效的监测和评价，帮助政府及捐赠方设计出更有效的计划，加大问责力度和公共支持。



社会保护和农业必须联合起来共同抗击贫困和饥饿

社会保护虽然被证实有效，但光靠社会保护却无法可持续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饥饿，也无法给当地经济带来变革。在农村生计背景下，农业与社会保护之间有着根本关联。贫困、粮食不安全家庭主要以务农为生，他们在社会保护计划受益人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农业和社会保护干预措施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保护贫困、小规模农业劳动者的福利，帮助他们更有效地管理风险，提高农业生产率，从而使生计更加可持续，逐步摆脱贫困和饥饿。

然而，能与社会保护计划相互协调或结合的农业干预措施却为数不多。农业和社会保护政策源自不同学科，仍被视为由不同主管部门实施的相互平行的政策，在资金资源上相互竞争。协同合作不仅能够带来机遇，还十分有必要，因为政府预算有限已导致在各项公共开支之间进行权衡变得十分艰难。本报告认为，我们不仅要 帮助最贫困人群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尤其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时，还要让此类帮助本身成为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生计的基础。充分利用公共农业支出和社会保护计划来实现相互支持，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一转变，还能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需要制定国家愿景

各国如果想要采取必要的机构措施和操作措施，就应该就农业和社会保护如何才能共同联手帮助人们逐步摆脱贫困和饥饿制定出一项国家愿景。与农村发展、减贫、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框架，应该将农业与社会保护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互结合起来，同时配套一系列其他干预措施。农业干预措施和社会援助的类型取决于具体背景和限制因素，但也必须考虑当地实施能力和现有资源等问题。在各种情况下，干预措施的设计都必须考虑一系列限制因素，让最贫困人口能改变自身的生计策略，实现脱贫并不再返贫。例如，通过投资于农村教育和培训来开发人力资源有助于使农民掌握必要能力和技能去从事更具商业化的活动。要参与商业化活动，还必须有稳定的权属权利、积蓄和金融服务等方面的支持。必须通过联合计划来鼓励农业与社会保护领域相关行为方参与国家和地方层面有关粮食安全和营养以及农村发展的跨部门协调机制。统一登记也发挥着关键作用，有助于在不同部门的干预措施之间开展协调，并为各家各户提供所需的辅助性支持，帮助他们逐步摆脱贫困和饥饿。



报告要点


	社会保护计划能减轻贫困和粮食不安全。有效的瞄准和充足的补助是保证成功的重要前提。社会保护能提高收入，加强粮食安全，因为它不仅能够保障消费增长，还能提高家庭的生产能力，增加收入。

	瞄准妇女的计划能对粮食安全和营养产生更大影响。对性别敏感、能减轻妇女时间压力、加强她们对收入的掌控的计划有助于改善妇幼福利。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妇幼营养不良会导致贫困问题世代相传。

	社会保护能刺激对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投资。社会保护能加强营养、健康和教育，对未来的生产力、就业能力、收入和福祉均能产生影响。社会保护计划如能提供定期、可预见的补助，就能增加积蓄和对农业和非农活动的投资，同时鼓励各家各户从事目标更高远的高收益活动。

	社会保护不会引发劳动总量减少的问题。但的确会给受益人带来更多选择，很多受益人会将原本用于无奈之下在农业领域打零工赚取报酬的时间用于从事自有农地劳动或非农就业。考虑到农业和非农生产活动同时增加，社会保护就起到了加强生计的作用，而不是助长依赖性。

	社会保护能对当地社区和经济产生积极影响。公共建设项目如能合理设计与实施，就能创建重要的基础设施和社区资产，为当地经济做出直接贡献。现金补助能提高受益家庭的购买力，而他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主要由当地经济中的非受益家庭生产。可能有必要通过辅助性计划来减少产量面临的障碍，防止出 现通货膨胀，最大限度提高计划对实际收入和产量所产生的影响。

	光靠社会保护无法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由于贫困家庭通常面临多重障碍和风险，因此社会保护和农业计划相互结合、相互协调和/或相互匹配的做法才能更好地发挥有效帮助贫困家庭可持续脱贫的作用。

	在充分利用社会保护和农业计划来推动农村发展方面明显存在众多机遇。协同合作不仅能够带来机遇，还十分有必要，因为政府的预算十分有限。我们必须帮助最贫困人群满足基本消费需求，尤其当他们失去劳动能力时。此类帮助本身还能成为逐步改善贫困人口生计的基础。由于很多贫困、粮食不安全家庭主要以务农为生，因此应采取农业干预措施来解决阻碍增长的结构性供应瓶颈问题。如果能将公共农业支出和社会保护计划充分有效结合在一起，就不仅能够进一步推动这一转变，还能有助于加强农业和农村发展。

	需要就农业和社会保护如何才能逐步帮助人们摆脱贫困和饥饿制定出一项国家愿景。国家愿景和承诺必须在长期稳定的国内资源筹措工作的支持下，为国家和地方层面开展协调行动提供支持。与农村发展、减贫、粮食安全和营养相关的政策和规划框架应该将农业与社会保护在实现这些目标过程中发挥的作用相互结合起来，同时配套一系列其他干预措施。农业干预措施和社会援助的类型取决于具体背景和限制因素，但也必须考虑当地实施能力和现有资源等问题。在各种情况下，干预措施的设计都必须考虑一系列限制因素，让最贫困人口能改变自身的生计策略，实现脱贫并不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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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说明



符 号

表中使用了下列符号：

.. = 无数据

0 或 0.0 = 零或可忽略不计

空格 = 不适用

表中数字因四舍五入或数据处理等原因可能与原始数据资料中的数字有出入。整数与小数之间用圆点（.）分开。



技术说明

表A1. 贫困人口比例及儿童体重不足发生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a （第1列和第2列）；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4 （第3—6列）。

备注：阿根廷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的贫困率估计数仅为城市数据。

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

日均支出低于1.25美元的人口比例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这一水平有时被称为极端贫困。

日均支出低于2.00美元的人口比例

日均支出低于2.00美元的人口比例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儿童体重不足比例

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儿童成长标准，体重比年龄别体重中位数低两个标准差的0-59个月龄儿童所占比例

表A2. 农业在经济以及劳动力中的重要性、肥料使用强度、农场规模和女性在农业中的参与度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c（第1列）；粮农组织，2015a（第2、3、8、9列）；粮农组织，2001 和粮农组织，2013a （第4-7列）。

农业增加值所占比例

将所有产值相加并扣除中间投入后得出的农业部门2012年净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农业部门包括林业、捕猎和捕鱼以及作物和家畜生产。

务农劳动力所占比例

2014年实际从事或正在寻求从事农业、捕猎、捕鱼或林业劳动的劳动力所占比例。劳动力是经济活动人口的另一种说法，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包括正在寻找首份工作的人）。该词包含雇主、自我就业劳动者、正式雇员、零工、家庭、农场或企业中从事辅助劳动的无薪酬劳动者、生产合作社成员和军人。

肥料使用强度

2010-12年间永久耕地每公顷平均使用肥料养分（考虑氮、磷、钾肥）千克重量。表中包括前苏丹的肥料使用强度数据（见国别说明），仅指2010年（前）苏丹的肥料用量和土地面积。

各类规模农业经营单位所占比例

表中显示每一类规模农业经营单位的所占比例，这些数据为作者根据粮农组织1990或2000年世界农业普查结果最新数据汇编而成，详情参见粮农组织（2001）和粮农组织（2013a）。农业普查中涉及的农业经营单位仅包括作物和家畜生产。农业经营单位指统一管理下的农业生产经济单位，包括饲养的所有家畜和完全或部分用于农业生产的所有土地，无论其称谓、法律形式或规模如何。实施统一管理的可以是单个个人或家庭，两个以上个人或家庭联手，单个家族或部落，或公司或政府机构等法人。经营单位的土地可包括位于同一地点或多个不同地点或同一或多个行政区域中的一个或一个以上地块，前提是这些地块都采用同样的生产资料，如劳动力、农场建筑物、机械或役畜。

女性在农业劳动力中所占比例

2014年女性在务农经济活动人口中所占比例。

女性劳动力的务农比例

2014年女性经济活动人口从事农业劳动的比例。

表A3. 社会援助覆盖率，按人口组别分类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e。

社会援助覆盖的人口比例

生活在某一家庭中且家庭中至少有一人从某一社会援助计划中获益的个人所占比例。社会援助可包括下列类型的计划：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补助、家庭/儿童津贴、实物补助、公共建设项目或以劳动换现金计划、学校供餐、社会养老金和其它类型的社会援助。其跨国可比性相对有限，因为各国有关各项计划的信息存在差异。

表A4. 社会援助补助金额，按人口组别和受益发生率划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5e。

受益人领取的日人均补助金额

指家庭领取到的日均社会援助补助总额除以平均家庭成员人数，按2005年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社会援助定义参见表A3。但表A3和A4之间的可比性有限。一些国家具备有关覆盖情况的信息，并已列于表A3中，但却缺乏有关补助金额的相关信息，因此未能在表A4中列出估计数。此外，对很多国家而言，介绍覆盖率时涉及的计划的类型和数量（表A3）和介绍补助金额时涉及的类型和数量（表A4）有所不同。



区域分组和收入分组以及合计数

不同国家依据世界银行国家分类系统确立的收入和区域分组标准按字母顺序排列，详情参见世界银行（2015c）。所有区域数和其它平均数均为加权平均数，只要能依照现有数据计算出此类数据，计算结果就已列在表中。



国别说明

中国大陆数据中不包括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数据。表中包括苏丹和南苏丹能查到的数据，如未能查到相关数据，则采用（前）苏丹的估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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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及农业状况》特别章节

自1957年以来，本报告还在每期中涵盖了一项或一项以上令人长期关注的特别主 题研究。以前各期中特别章节的主题如下：

1957影响粮食消费趋势的各种因素

影响农业的某些体制因素的战后变化情况

1958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粮食和农业发展情况

森林工业的发展及其对世界森林的影响

1959各国在各种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业收入和生活水平

从战后的经验看欠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方面的某些遍问题

1960农业发展规划

1961土地改革和体制变化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推广、教育和研究

1962森林工业在解决经济欠发达问题中的作用

欠发达国家的畜牧业

1963影响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各种基本因素

肥料使用：农业发展的先锋

1964蛋白质营养：需要和前景

化学合成物及其对农产品贸易的影响

1966农业和工业化

世界粮食经济中的大米

1967对发展中国家农民的鼓励因素和抑制因素

渔业资源的管理

1968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率

改善储存及其对世界粮食供应的贡献

1969农业销售改进计划：从最近的经验中取得的一些教训

为促进林业发展而使机构体制现代化

1970第二个发展十年开始时的农业

1971水污染及其对水生资源和渔业的影响

1972促进发展的教育和培训

加快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研究

1973发展中国家农业方面的就业情况

1974人口、粮食供应和农业发展

1975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期回顾和评价

1976能源和农业

1977自然资源状况和人类粮食及农业环境

1978发展中地区的问题和战略

1979林业和乡村发展

1980实行管辖后新时代的海洋渔业

1981发展中国家的乡村贫困和减轻贫困的方法

1982畜牧生产：世界前景

1983妇女在农业发展中的作用

1984城市化、农业和粮食系统

1985能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利用

粮食和农业中的环境趋势

农产品销售和农业发展

1986为农业发展提供资金

1987-88年发展中国家农业科学技术重点的转移

1989可持续发展与自然资源管理

1990结构调整与农业

1991农业政策和问题：80年代的教训和90年代的前景

1992海洋渔业和海洋法：变革的十年

1993水资源政策和农业

1994林业发展和政策难题

1995农产品贸易：进入一个新时代?

1996粮食安全：宏观经济方面的一些问题

1997农产品加工业与经济发展

1998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非农业收入

2000世界粮食和农业：过去50年的教训

2001跨界植物虫害和动物疾病的经济影响

2002地球首脑会议十年之后的农业与全球公共利益

2003-04农业生物技术：是否满足贫困人口的需要?

2005农业贸易与贫困：贸易能为穷人服务吗?

2006粮食援助促进粮食安全？

2007向农民支付环境服务费

2008生物能源：前景、风险和机遇

2009畜牧业协调发展

2010-11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促农业发展

2012投资农业创造更美好未来

2013通过粮食体系改善营养状况

2014家庭农业中的创新


1 日均支出1.25美元和2.00美元是国际贫困线，以2005 年购买力平价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在本报告中用符号$ 表示）。

2 农业产值按国际美元不变价格计算，并减去所消耗的 种子和饲料价值。

3 虽然贫困与脆弱性相互关联，但二者并不相互等同。 贫困取决于净收入，往往反映当前资产或能力状况， 而脆弱性则是一个更宽泛、更具动态变化的概念，与 决定着潜在收入变化和未来贫困状态的多个因素相关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12）。主题为“与贫困作斗 争”的《200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也对相关概念和 指标进行了详细讨论（世界银行，2001）。

4 Krishna（2004）、Krishna等（2004）和Krishna等 （2006）分别记录了印度北部、肯尼亚西部和乌干达 中部和西部各村庄频繁的致贫、脱贫现象。

5 一些组织和机构，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采用“社会 安全网”一词来指代临时性或短期计划，采用“社会 补助”一词来指代更宽泛的一系列补助措施，而这仅 仅是社会保护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6 《欧洲发展报告》（欧盟大学研究院，2010）采用 了一个类似的定义。多数定义较为宽泛，而政府、捐 赠方和其它行为方则往往有着自己的具体观点和目 标：例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将儿童作为侧重点 （Gentilini和Omamo，2009）。

7 Prospera计划是Oportunidades的延续，但它着利于 通过帮助受益人更好地获取积蓄、小额信贷和保险， 从而加强从有条件现金补助到生产、资金包容性的各 种关联。

8 “贫困差距”一词指离贫困线的距离乘以贫困发生率。

9 CT-OVC计划瞄准有孤儿和弱势儿童的超级贫困家 庭，界定标准是家庭中有年龄在17岁以下的成员，父 母双方至少一人去世，或父母中一人长年患病，或主 要照料人长年患病。

10 TPDS于1997年取代了原有的非瞄准型公共销售系统 （PDS）。

11 大部分影响来自TPDS 。“午餐计划”是普及型学校 供餐计划（另见插文5）。

12 研究的挑选标准如下：（1）评价应该建立在至少300 个家庭样本上，因为如果影响评价的样本数量太小， 评价结果所能提供的信息就十分有效，而且由于样本 过小，影响可能不易被察觉；（2）研究中应包含以 随机对照试验、准试验法、倍差法或工具变量法等开 展的严格的影响评价。有关方法论的更多详情请参阅 Hidrobo、Hoddinott、Kumar和 Olivier（2014a）。

13 政策制定者可能担心贫困家庭会将部分现金补助用 于购买酒精饮料、烟草或其他“诱惑性商品”。为 此，Evans和Popova（2014）曾利用19项研究（涵盖 无条件和有条件现金补助）提出的44项估计结果，就 现金补助对“诱惑性商品”的影响进行了一次回顾性研 究，无一例外地发现补助未对酒精和烟草支出产生任何 影响，反而在一些情况下产生了明显的负影响。

14 例如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加纳的“生计赋权扶贫计 划”（LEAP）、赞比亚的“儿童补助金计划”（Child Grant）、津巴布韦的“统一社会现金补助计划” （HSCT）和莱索托的“儿童补助金计划”（CGP） 中，分别有81%、98%、64%和67%的受益人是女性。 在埃塞俄比亚的“生产性安全网计划”（PSNP）、 肯尼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CT-OVC） 和马拉维的“社会现金补助计划”（SCT）中， 分别有73%、65%和83%的受益人是女户主家庭。以上 信息基于“从保护到生产”（PtoP）项目数据（另见 Tirivayi、Knowles和 Davis （2013））。

15 BRAC原名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目前是在孟加 拉国和几个其他国家运作的一家非政府组织。

16 计划于2002年启动，到2006年已惠及10万个超级贫 困家庭。其目标是到2016年使受益家庭数量达到77.03 万个。超级贫困家庭长期遭受饥饿和营养不良困扰， 无充足住所，极易患上各类疾病，无受教育机会，特 别容易频繁遭受自然灾害影响。

17 参见Tirivayi、Knowles 和Davis（2013）的综述。 有关这一关联的大量实证来自“ 从保护到生产” （PtoP）项目。

18 针对4个月到两岁龄儿童以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19 村民大会（gram sabha）包括村庄中的所有成人， 有权选举村务委员会。村民大会可影响村务委员会作 出的决策，也能修改不合理决策。人口为1000-25000 人的村庄有权建立村务委员会。几个小村庄可能共同 组成一个村民大会。每个村民大会有不同委员会，负 责主管农业、畜牧、公共建设、社会福利、健康和卫 生设施等。

20 有关这些计划的更多详情参见第2章。

21 Iddir是埃塞俄比亚最具包容性、最普遍的社会关系 网。其原有功能是提供丧葬服务，并为失去亲人的家 庭成员提供精神和资金支持，但目前其功能已大幅扩 大（Abay、Kahsay和 Berhane，2014）。

22 保留工资指一名劳动者愿意接受就业的最低薪酬。

23 Ganyu是马拉维的一种低薪酬临时工形式。

24 社会关系网带来的溢出效应不仅为经济效应，还有社 会效应。

25 该份汇总报告涵盖以下现金补助计划：埃塞俄比 亚的“社会现金补助试点计划”（SCTPP）、加纳的 “生计赋权扶贫计划”（LEAP）、肯尼亚的“孤儿 和弱势儿童现金补助计划”（CT-OVC）、莱索托的 “儿童补助金计划”（CGP）、马拉维“社会现金补 助计划”（SCT）的和津巴布韦的“统一社会现金补 助计划”（HSCT）。

26 粮农组织的“从保护到生产项目”（PtoP）曾采用 “当地经济影响评价”模型来评估非洲现金补助计划 产生的影响，因此积累了有关现金补助的大量宝贵实 证，包括其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影响规模、影响 途径和对非受益人产生的巨大惠益。

27 woreda 是埃塞俄比亚第三级行政分区。

28 我们注意到，埃及的食品补贴制度正在改革，包括开 始转为更加注重瞄准。

29 欲深入了解这些工具的优缺点，参阅Cirillo、Gyori 和Soares（2014）。

30 另一方面，巴西Bolsa Família计划的瞄准机制还采用 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法，避免将需要帮助的家庭排除 在外。因此，2010年该计划的纳入误差高于排除误差， 出现纳入误差的原因主要是将一些刚好超出贫困线的家 庭纳入了计划（Cirillo、Gyori和 Soares，2014）。

31 Tirivayi、Knowles和（2013）得出结论认为，性别 是造成计划产生不同影响的最常见因素。

32 孟加拉国农村进步委员会“挑战减贫极限—瞄准超级 贫困人口计划”约92%的参与者能成功摆脱了超级贫困 （Pahlowan和Samaranyake，2014）。福特基金会和 扶贫协商小组（CGAP）已参照这一计划在多个国家开 展了试点计划。对埃塞俄比亚、加纳、洪都拉斯、印 度、巴基斯坦和秘鲁实施的这些计划开展的后续评价 发现，它们大幅增加了贫困人口的食物消费，即便在 计划结束后的一年后（Banerjee等，2015）。

33 Haku Wiñay计划不仅针对Juntos计划受益人。

34 常见的“钥匙孔菜园”是一个高出地面的小型（约高 1米、直径2米）圆形土坛，由土壤、草木灰、粪便和 其他有机材料层层堆叠而成。高出地面的结构还能方 便长期患病的人或老人操作。

35 “小母牛信托”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贫困人口创 建生产性资产。这些项目通常采取滚动式实物信贷方 式，还款也采取实物形式。项目将一头或多头母畜交 由受益人，双方约定在一段时间后，将特定数量的雌 性后代归还给项目，项目随后将将其贷给其它受益 人。在还清信贷之前，原有的母畜属项目“所有”， 仅由受益人“托管”，但还清信贷后，它们就归受益 人所有（Sumberg和Lankoandé，2013）。

36 我们注意到有关影响的大小，各方仍存在分歧。 Chirwa和Dorward（2013）注意到，在玉米供应 量提高的同时，却仍存在粮食不安全和儿童营养不 良现象严重的问题。Lunduka、Ricker-Gilber和 Fisher（2013）发现，虽然国家产量估计数显示马拉 维的玉米产量出现大幅增加，但农场层面的研究却显 示玉米单产和总产仅出现小幅增加。

37 肥料补贴因一些原因遭到批评。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肥 料补贴计划所产生的影响未能得到完好记录，因此成为 各方辩驳的焦点（Druilhe和Barreiro-Hurlé，2012）。 监测和评价是改善计划、做出合理决策的基本条件。 如欲详细了解肥料补贴计划的优缺点以及如何改善这 些计划，请参阅Chirwa和 Dorward （2013）；Rashid 等（2013）；Jayne 和Rashid（2013）。

38 机构采购方指从本国市场农民或贸易商手中采购大量 商品的公有或私有实体，如学校、粮食储备主管部门、 军方、监狱、医院、粮援机构和援助或发展机构。

39 不同机构的采购方式各异，从当地农民手中采购的 食物数量也各不相同。在长期粮食不安全发生率较高 的地方实施学校供餐计划时，由于当地的粮食生产能 力较低，当地采购的难度较大（Devereux、Sabates-Wheeler和Pascual Martínez，2010）。

40 参见https://www.wfp.org/purchase-progress。 有关“采购促发展计划”最新一系列案例研究 的内容参见http://www.fao.org/ag/ags/ivc/institutional-procurement/en/。

41 “全国学校供餐计划”自20世纪50年代延续至今，但 到2009年才与家庭农业相关政策相互结合。目前，各 省、市和联邦学校用于学校供餐的食物中至少30%必须 直接从家庭农场经营者手中采购。该计划一直在迅速扩 大，2014年总预算为35亿雷亚尔（约15.4亿美元）， 受益学生人数达4720万人。总预算中大约有4.6亿美元 （10.5亿雷亚尔）专门用于采购家庭农场生产的产品 （Del Grossi和Marques，2015）。然而，仅有45% 的实施机构遵守至少30%的食物从家庭农场经营者手 中采购这一法定最低标准（Swensson，2015）。从巴 西经验中学到的教训正在帮助其他拉丁美洲及加勒比 国家加强本国的学校营养计划（参见http://www.fao.org/in-action/program-brazil-fao/projects/school-feeding/en/）。

42 更多详情参见 非洲采购促发展计划（2015）。

43 社会保护的概念按照“社会保护最低标准”的设想， 包括一系列目标和工具，大大超出本报告所论及的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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